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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Texts of the Xunzi in the Huainanzi: 
With a Discussion of Its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Xunzian Philosophy

LAM Fai Chun Harve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Huainanzi 淮南子 was compiled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synthesizing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to establish its own doctrines. Most chapters of the 
Xunzi 荀子 were completed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s philosophy, 
along with its followers, flourished during the Qin and Han transition. The 
Huainanzi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Xunzi. However, no dedicated study has 
yet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books. Even when discussing 
Confucianism in the Huainanzi, scholars tend to focus on the “Simeng School” 
思孟學派 and the “Yi School” 易學派, while studi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Xunzian philosophy have largely overlooked the Huainanzi’s role in inheriting 
i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wo books are profoundly interconnected, 
having identified over one hundred shared phrases or passages. To clarify their 
intellectual lineage, this study first examines the Huainanzi’s relationship 
with Confucianism and the Xunzi, exploring why the Huainanzi drew from 
the Xunzi and the factors shaping its engagement with Xunzi’s thought. Then, 
through analysis of parallel passag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Huainanzi 
extensively adopts expressions unique to the Xunzi, reinterpreting them 
through diverse methods. By analyzing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s between the two books, this study aims to advance 
discussions on Confucianism in the Huainanzi and supplement areas previously 
unexamined.

Keywords:	 Huainanzi, Xunzi,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parallel pa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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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性領復變 
—皎然「復變平衡論」論析 *

馬亦舒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復」與「變」是中國文學史中的重要議題，亦是理解唐代詩

學理論發展的關鍵切入點之一。中唐詩僧皎然（730–799）在《詩

式》中提出復、變平衡之道，並以陳子昂（6 5 9 – 7 0 0）、沈佺期

（656–714）、宋之問（656–712）、大曆江南詩人等為復、變失衡之

反例。他主張在詩歌創作時以吟詠情性為先，並以此為實現復、變

平衡的方式。他認為人之本性中已有自然無造作之情感，只須向內

關照以發現即可。考察皎然詩及詩論可發現，此觀念的主要理論來

源是南禪洪州宗心性論。他提出上述理論是為了解決當時詩壇中存

在的過於追求詩歌的外在形式而忽視自身情感書寫的問題。他也正

式將釋氏詩論引入中國古典詩歌理論的場域，對中唐詩學發展有著

革新作用。

關鍵詞：	皎然　復古通變　禪宗　中唐詩學　《詩式》

* 承蒙評審專家的批評指正與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96 97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以
情
性
領
復
變—

皎
然
「
復
變
平
衡
論
」
論
析

在中國文學史中，有關「復」與「變」之內涵及如何處理二

者關係的討論，往往因時代、理論立場等因素而存在差異。總體來

說，「復」，即慣常所說的「復古」，指復歸於前人詩歌創作的風格、

創作模式等。「變」涉及「正變」、「通變」、「新變」，劉文忠專書《正

變．通變．新變》中有詳盡辨析。「復」與「變」之間的關係亦會隨

著不同的內涵而產生差異。根據劉著，孔子時已有「崇正抑變」的

觀點，「正」的藝術審美延續自周禮，居正統地位，「變」則反之。1

〈毛詩序〉中提出「風雅正變」，自此詩學領域中也出現了正、變

之說，變風、變雅被視為是王道衰敗、政教缺失的表現和結果，但

此時尚未涉及到「復」、「變」之論。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總結上

古至齊梁時期的文學發展時，提出「通變」論，其中涉及到如何繼

承前人與自我創新的問題，歷代學者亦常就劉勰是否以通變追求復

古、通變是否涉及繼承前人等問題有所爭論。齊梁時，永明體的出

現標誌著詩學領域中的一大「新變」，同時也有基於詩歌的審美、

娛樂功能所提出的「若無新變，不能代雄。」2 入唐以後，詩學領域

的復變論代表有陳子昂（659–700）、李白（701–762）等，他們主

張復興漢魏之古以掃除六朝以來的靡弱文風，本質上是以復為變，

中唐元結（723–772）多有繼承。中唐時也有對「新變」的延續，如

杜甫（712–770）、韓愈（768–824）追求詩歌創作中語出驚人、語

出獨造，以及元和年間在詩體方面的新變等等。3 

皎然（730–799）《詩式》成書於貞元五年（789）前後，中有

〈復古通變體〉專章，主要圍繞詩歌創作中如何繼承前人並自我創新

1 劉文忠：《正變．通變．新變》（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5年）。
2 蕭子顯撰：《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卷五二，〈文學．賈淵〉，頁

908。
3 相關論述詳見劉文忠：《正變．通變．新變》。

展開討論，是中唐時代表性的復變思想之一，學界亦有討論。4 〈復

古通變體〉中批評「陳子昂復多而變少，沈、宋復少而變多」，5 即

認為兩種情況皆不可取，更揭示出皎然應主張復、變平衡之道。然

而，關於具體如何實現皎然理想中的復、變平衡，以及這一理念在

中唐詩學中的現實意義，罕見學者論及。特別是，以往研究多主要

關注〈復古通變體〉單節，而「復變平衡論」之思想實則貫穿《詩

式》全書。《詩式》創作的初衷是「若君子見之，庶幾有益於詩教

矣」，6 即向讀者傳授為詩之道，其中涉及創作與鑑賞。而唐代時，

4 孟二冬、耿琴：〈皎然「復古通變」論〉，《安徽師大學報》第 23 卷第 1 期（1995
年），頁 86–91。此文主要考察了〈復古通變〉的相關內容，並認為，皎然復古通
變論的核心是「變」，即必須要有新的創造、展現自家性情面目，他也因此褒美齊

梁作者，對本文有所啟發。惜孟文中未進一步分析皎然此論的思想來源以及「變」

與詩人吟詠自家性情之內在關聯。此外，筆者對孟文中主張的皎然更為提倡「變」

持保留意見。皎然固然看重「變」，但對「復少而變多」的沈佺期、宋之問評價不

高，顯然不提倡一味追求「變」而忽視「復」，二者關係亦須進一步考察。

   劉文忠在《正變．通變．新變》頁 199–204 中指出，皎然最早將「復古通變」
連綴在一起，且偏重於變。書中也指出，皎然發展了劉勰的通變論，並克服了宗經

的局限。但書中也提到，皎然有「中道」思想，即強調適度與中和，這似乎與皎然

偏重「變」有矛盾之處，惜氏著中未見進一步討論。

   錢志熙：〈論唐代格式、復古兩派詩論的形成及其淵源流變〉，《中國高校社會
科學》2018 年第 5 期，頁 90–102。此文梳理了唐代格式、復古兩派詩論的發展脈
絡，提出皎然詩論與格式派密切相關，對筆者深有啟發。所謂格式派，是以六朝性

靈說、文笔說為理論基礎，由聲律等外在形式的討論，進入境界等領域的討論，與

以陳子昂為代表的、以「言志」為核心的復古派相對。錢文中亦主張，皎然出於格

式派的觀點，認為齊梁詩精巧因此不遜於建安詩，反映了中唐格式派詩論者試圖建

構一種有別於復古派的、以齊梁詩為中心的詩學史觀。但六朝性靈說、文筆說如何

作用於中唐詩論家的理論建構？皎然作為詩僧如何接受並發展六朝性靈說、文筆

說？是否可以直接用六朝性靈說、文筆說概括皎然詩學思想的核心？且皎然雖反對

陳子昂之「復古」觀，但是否意味著其自身就沒有「復古」思想？這些都是錢文尚

未論及的問題。

   甘生統：《皎然詩學淵源考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此書結合了《詩
式》的其他內容對皎然復變論進行了闡發，也將之與劉勰等前代文學理論家的相關

理論進行了對比。但文中認為皎然對律詩詩人並無負面態度等內容，筆者以為並不

準確。對於皎然詩論背後之佛學思想，此書也較少討論。

5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331。本文
引用皎然詩論均出自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亦有皎然著，李壯鷹校注：《詩

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年），該版本以 1986年齊魯書社版本為底
本，且對《詩式》原文順序有較大改動，故本文僅酌情參考李注本。

6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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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不同的內涵而產生差異。根據劉著，孔子時已有「崇正抑變」的

觀點，「正」的藝術審美延續自周禮，居正統地位，「變」則反之。1

〈毛詩序〉中提出「風雅正變」，自此詩學領域中也出現了正、變

之說，變風、變雅被視為是王道衰敗、政教缺失的表現和結果，但

此時尚未涉及到「復」、「變」之論。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總結上

古至齊梁時期的文學發展時，提出「通變」論，其中涉及到如何繼

承前人與自我創新的問題，歷代學者亦常就劉勰是否以通變追求復

古、通變是否涉及繼承前人等問題有所爭論。齊梁時，永明體的出

現標誌著詩學領域中的一大「新變」，同時也有基於詩歌的審美、

娛樂功能所提出的「若無新變，不能代雄。」2 入唐以後，詩學領域

的復變論代表有陳子昂（659–700）、李白（701–762）等，他們主

張復興漢魏之古以掃除六朝以來的靡弱文風，本質上是以復為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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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獨造，以及元和年間在詩體方面的新變等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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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文忠：《正變．通變．新變》（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5年）。
2 蕭子顯撰：《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卷五二，〈文學．賈淵〉，頁

908。
3 相關論述詳見劉文忠：《正變．通變．新變》。

展開討論，是中唐時代表性的復變思想之一，學界亦有討論。4 〈復

古通變體〉中批評「陳子昂復多而變少，沈、宋復少而變多」，5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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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論的核心是「變」，即必須要有新的創造、展現自家性情面目，他也因此褒美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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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顯然不提倡一味追求「變」而忽視「復」，二者關係亦須進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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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但書中也提到，皎然有「中道」思想，即強調適度與中和，這似乎與皎然

偏重「變」有矛盾之處，惜氏著中未見進一步討論。

   錢志熙：〈論唐代格式、復古兩派詩論的形成及其淵源流變〉，《中國高校社會
科學》2018 年第 5 期，頁 90–102。此文梳理了唐代格式、復古兩派詩論的發展脈
絡，提出皎然詩論與格式派密切相關，對筆者深有啟發。所謂格式派，是以六朝性

靈說、文笔說為理論基礎，由聲律等外在形式的討論，進入境界等領域的討論，與

以陳子昂為代表的、以「言志」為核心的復古派相對。錢文中亦主張，皎然出於格

式派的觀點，認為齊梁詩精巧因此不遜於建安詩，反映了中唐格式派詩論者試圖建

構一種有別於復古派的、以齊梁詩為中心的詩學史觀。但六朝性靈說、文筆說如何

作用於中唐詩論家的理論建構？皎然作為詩僧如何接受並發展六朝性靈說、文筆

說？是否可以直接用六朝性靈說、文筆說概括皎然詩學思想的核心？且皎然雖反對

陳子昂之「復古」觀，但是否意味著其自身就沒有「復古」思想？這些都是錢文尚

未論及的問題。

   甘生統：《皎然詩學淵源考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此書結合了《詩
式》的其他內容對皎然復變論進行了闡發，也將之與劉勰等前代文學理論家的相關

理論進行了對比。但文中認為皎然對律詩詩人並無負面態度等內容，筆者以為並不

準確。對於皎然詩論背後之佛學思想，此書也較少討論。

5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331。本文
引用皎然詩論均出自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亦有皎然著，李壯鷹校注：《詩

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年），該版本以 1986年齊魯書社版本為底
本，且對《詩式》原文順序有較大改動，故本文僅酌情參考李注本。

6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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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詩學已有長足發展，因此《詩式》必然要涉及到今人如何

看待前人之詩、又如何在此基礎上創作自己的詩等問題，復與變的

議題也必然會在書中反覆出現。特別是，《詩式》以「真於情性，尚

於作用」7 為詩歌創作與批評的第一宗旨，那麼這一宗旨也必然能夠

實現復與變的平衡，故而也須將皎然的復變說與書中「情性」、「作

用」等其他核心詩學概念與篇章結合起來考察。因此，本文以皎然

「復變平衡論」為研究對象，重點結合皎然詩及晚期詩論《詩式》，

參考其早期詩論《詩議》，8 首先釐清「復」與「變」之內涵及關係，

繼而探究皎然實現復、變平衡的方法、理論淵源以及所針對的詩學

問題，以期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	唐代詩壇中的復、變失衡：錯誤的「作用」方式

《詩式．復古通變體》中云：

評曰：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

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之格，其狀如駑驥同廄，非造父不

能辨。……又復變二門，復忌太過。詩人呼爲爲膏肓之疾，

安可治也？如釋氏頓教，學者有沈性之失，殊不知性起之

法，萬象皆真。夫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正，亦何

咎哉！如陳子昂復多而變少，沈、宋復少而變多，今代作

者，不能盡舉。9 

這段引文涉及到皎然詩論中「復」與「變」的內涵，及對復、變失

衡的批評。自初唐陳子昂等倡導復興漢魏古詩中的風骨、興寄，有

唐一代的詩學復古，往往指復興漢魏之古。但這一狹義的以漢魏

7 同上注，頁 229。
8 關於《詩議》為皎然早期作品，《詩式》則為其晚期作品，可參考盧盛江：〈皎然《詩
議》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 4期，頁 96–107。

9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331。

為「古」僅為皎然所論之「古」的一部分。「惟復不變」的表現和後

果是「陷於相似之格，其狀如駑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可見皎

然之「復古」乃是對前人詩作的模仿或學習。皎然對陳子昂過度復

漢魏之古，及早期大曆詩人模仿齊梁詩人的詩中意象等現象均有批

評，後文中有詳細論述。由此，「反古曰復」中所論之「古」，大抵

可知為漢魏六朝，與「今人」即唐人相對，學習前人在詩歌體式和

創作手法等方面的成就為「復」。學習前人固然必要，但仍要「變」。

《詩式．詩有四深》中云：「用律不滯，由深於聲對」，10 指能充分掌

握聲律規則進而能流暢地用律，這是除〈復古通變體〉外，該書中

唯一涉及「不滯」之處。皎然不反對聲律規則，卻也對此道評價不

高，因此，本節中的「不滯為變」，絕非片面的聲律之論。皎然十

分讚許江淹（444–505）擬詩迥異於被擬者詩中情感，以及大曆末劉

長卿（約 726–790）等詩人作品擺脫了早期頻繁書寫的情感內涵及

意象，由此可知，所謂「不滯為變」，當指自身的創作不會因為前

人所建構起來的詩歌創作的形式框架及成就而陷入滯塞，並能根據

自身的情感表達需要產生新變，後文中對此亦有展開。11 皎然批評陳

子昂詩復多變少，沈佺期（656–714）、宋之問（656–712）復少變

多，認為他們都不是理想的效仿對象；相反，理想的狀態是復、變

平衡，亦即「中道」。12 「今代作者，不能盡舉」則透露出復、變失

衡的現象中唐時猶存，這無疑是皎然十分關切並試圖解決的問題。

在進一步分析皎然復變觀之前，須明確「真於情性，尚於作用」

中所提出的「情性」及「作用」之內涵。如前文所言，「真於情性，

10 同上注，頁 224。
11 皎然所論之「變」，偏重「新變」的內涵。不少學者以「通變」定義皎然的「變」
固然不錯，但不免會造成歧義。「通變」自劉勰提出後，便帶有繼承與創新的雙重

涵義。若細論之，劉勰仍有宗經復古的思想，其與創新之關係為何，仍是學界內

熱點話題，若以「通變」定義皎然的「變」，不免會產生混淆與歧異。皎然所論之

「變」，首先在於情感的不滯澀，以及由此帶來的詩歌內容上的變。因此，本文有

意不採用「通變」而是以「新變」來進行定義。

12 張晶：〈皎然詩論與佛教的中道觀〉，《文學遺產》2007年第 6 期，頁 107–116。吳
光興：《八世紀詩風：探索唐詩史上「沈宋的世紀」（705–805）》（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3年）中也用「中道」來概括皎然詩學的特點之一，見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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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詩學已有長足發展，因此《詩式》必然要涉及到今人如何

看待前人之詩、又如何在此基礎上創作自己的詩等問題，復與變的

議題也必然會在書中反覆出現。特別是，《詩式》以「真於情性，尚

於作用」7 為詩歌創作與批評的第一宗旨，那麼這一宗旨也必然能夠

實現復與變的平衡，故而也須將皎然的復變說與書中「情性」、「作

用」等其他核心詩學概念與篇章結合起來考察。因此，本文以皎然

「復變平衡論」為研究對象，重點結合皎然詩及晚期詩論《詩式》，

參考其早期詩論《詩議》，8 首先釐清「復」與「變」之內涵及關係，

繼而探究皎然實現復、變平衡的方法、理論淵源以及所針對的詩學

問題，以期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	唐代詩壇中的復、變失衡：錯誤的「作用」方式

《詩式．復古通變體》中云：

評曰：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

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之格，其狀如駑驥同廄，非造父不

能辨。……又復變二門，復忌太過。詩人呼爲爲膏肓之疾，

安可治也？如釋氏頓教，學者有沈性之失，殊不知性起之

法，萬象皆真。夫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正，亦何

咎哉！如陳子昂復多而變少，沈、宋復少而變多，今代作

者，不能盡舉。9 

這段引文涉及到皎然詩論中「復」與「變」的內涵，及對復、變失

衡的批評。自初唐陳子昂等倡導復興漢魏古詩中的風骨、興寄，有

唐一代的詩學復古，往往指復興漢魏之古。但這一狹義的以漢魏

7 同上注，頁 229。
8 關於《詩議》為皎然早期作品，《詩式》則為其晚期作品，可參考盧盛江：〈皎然《詩
議》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 4 期，頁 96–107。

9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331。

為「古」僅為皎然所論之「古」的一部分。「惟復不變」的表現和後

果是「陷於相似之格，其狀如駑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可見皎

然之「復古」乃是對前人詩作的模仿或學習。皎然對陳子昂過度復

漢魏之古，及早期大曆詩人模仿齊梁詩人的詩中意象等現象均有批

評，後文中有詳細論述。由此，「反古曰復」中所論之「古」，大抵

可知為漢魏六朝，與「今人」即唐人相對，學習前人在詩歌體式和

創作手法等方面的成就為「復」。學習前人固然必要，但仍要「變」。

《詩式．詩有四深》中云：「用律不滯，由深於聲對」，10 指能充分掌

握聲律規則進而能流暢地用律，這是除〈復古通變體〉外，該書中

唯一涉及「不滯」之處。皎然不反對聲律規則，卻也對此道評價不

高，因此，本節中的「不滯為變」，絕非片面的聲律之論。皎然十

分讚許江淹（444–505）擬詩迥異於被擬者詩中情感，以及大曆末劉

長卿（約 726–790）等詩人作品擺脫了早期頻繁書寫的情感內涵及

意象，由此可知，所謂「不滯為變」，當指自身的創作不會因為前

人所建構起來的詩歌創作的形式框架及成就而陷入滯塞，並能根據

自身的情感表達需要產生新變，後文中對此亦有展開。11 皎然批評陳

子昂詩復多變少，沈佺期（656–714）、宋之問（656–712）復少變

多，認為他們都不是理想的效仿對象；相反，理想的狀態是復、變

平衡，亦即「中道」。12 「今代作者，不能盡舉」則透露出復、變失

衡的現象中唐時猶存，這無疑是皎然十分關切並試圖解決的問題。

在進一步分析皎然復變觀之前，須明確「真於情性，尚於作用」

中所提出的「情性」及「作用」之內涵。如前文所言，「真於情性，

10 同上注，頁 224。
11 皎然所論之「變」，偏重「新變」的內涵。不少學者以「通變」定義皎然的「變」
固然不錯，但不免會造成歧義。「通變」自劉勰提出後，便帶有繼承與創新的雙重

涵義。若細論之，劉勰仍有宗經復古的思想，其與創新之關係為何，仍是學界內

熱點話題，若以「通變」定義皎然的「變」，不免會產生混淆與歧異。皎然所論之

「變」，首先在於情感的不滯澀，以及由此帶來的詩歌內容上的變。因此，本文有

意不採用「通變」而是以「新變」來進行定義。

12 張晶：〈皎然詩論與佛教的中道觀〉，《文學遺產》2007年第 6 期，頁 107–116。吳
光興：《八世紀詩風：探索唐詩史上「沈宋的世紀」（705–805）》（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3年）中也用「中道」來概括皎然詩學的特點之一，見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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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於作用」是皎然倡導的核心創作及批評理念，因此必然能夠實現

復變平衡。錢志熙指出，情性與作用，是皎然論詩的基本綱領。13 

「情性」在皎然詩論中與佛教心性論關係密切，如皎然認為謝靈運

受到佛學影響，「及通內典，心地更精」，14 更因此能夠做到「真於

情性」。中國傳統詩學中，情性和心性之別，涉及到儒家比興詩說

中觸物而感的「興」式抒情與釋氏詩論的差異。皎然則是將情性和

心性等同，融合於更大的禪宗心性之學，提出人之心性本來自然，

當中已有自然無造作的情感，因此詩人無須向外探求，只須通過向

內的觀照來發現這種情感，並在創作中以這種情感為核心，這便是

「真於情性」之內涵，後文中亦會展開論述。至於「作用」，本為佛

學概念，《佛光大辭典》釋為：「動作起用，略稱用」，15 由皎然引入

中國古典詩學，張伯偉認為詩學中的「作用」仍偏重於「用」。16 本

文所論之「作用」，是自然生發出的情感在形成詩歌的過程中須經

過用典、用律、用字、用意、取境等方面的精心苦思、反覆打磨，

亦如黃景進所說，皎然「作用」指放意與定句的構思及創作活動。17 

「作用」又與詩歌「意境」密切相關。「意」指詩人的情感、靈感，

皎然格外講求立意構思，也追求詩歌的言外之意，如在〈重意詩例〉

中推崇能有兩重「意」以上的作品。「境」亦來自佛教內典，《佛光

大辭典》釋為：意為「感覺作用之區域」；或為「對象」；或為「心

之活動範圍」，18 唯識學色彩較強。「境」隨著佛教進入中國，與表

示客觀空間、地域的「境」發生碰撞，進入詩歌理論範疇從而形成

「詩境」說，並受到中唐詩人的關注，蕭馳對此已有深入研究。蕭著

中將皎然「詩境」定義為詩人之思於詩歌中的展現，又強調由於受

13 詳見錢志熙：〈論唐代格式、復古兩派詩論的形成及其淵源流變〉。
14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29。
15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年），卷三，頁 2776–

2777。
16 張伯偉：《禪與詩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 25–29。
17 黃景進：《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 年），頁

175–176。
18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卷六，頁 5765。

到禪學影響，皎然詩論中的心與境不可分割，論者以為恰當。19 本文

所論之「境」，指詩人對「意」的呈現，涉及詩歌形式與書寫內容

兩方面。

然而，如何才能達到「尚於作用」的境界，皎然卻語焉不詳。

因此須結合「尚於作用」的表現，即能做到有雕琢卻不露痕跡，來

進一步討論。《詩式》中云：

精思一搜，萬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須險，

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

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冥，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

也。20 

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

氣貌，有似等閒不思而得，此高手也。21 

若斤斧跡存，不合自然，則非作者之意。22 

但見情性，不覩文字。23 

「作用」時，要大膽立意構思而後定句創作。此過程以詩人自然生

發的情感為主導，但得到「天真挺拔之句」的過程，其中奧義難以

訴諸語言，只有詩人才能知曉。此種神授般的體驗並非某種超自然

的、人力難與的現象，而是精心「作用」的結果。「自然」的詩歌是

人工之後卻無雕琢之跡，彷如不思而得，同時也應能展現出作者自

然情感，使讀者在鑑賞詩歌時能夠超越語言文字的存在，直達作者

情性。換言之，詩人的性情須藉助「作用」後的文字展現，但後者

只是工具，不能掩蓋或阻礙詩人的情感抒發，這也就是後文中將詳

細展開的皎然以「真於情性」統攝「尚於作用」。

皎然論「作用」，是因為根據他的詩歌史觀念─以《古詩

19 詳見蕭馳：《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出版，2012年）。
20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22。
21 同上注，頁 232。
22 同上注，頁 238。
23 同上注，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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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於作用」是皎然倡導的核心創作及批評理念，因此必然能夠實現

復變平衡。錢志熙指出，情性與作用，是皎然論詩的基本綱領。13 

「情性」在皎然詩論中與佛教心性論關係密切，如皎然認為謝靈運

受到佛學影響，「及通內典，心地更精」，14 更因此能夠做到「真於

情性」。中國傳統詩學中，情性和心性之別，涉及到儒家比興詩說

中觸物而感的「興」式抒情與釋氏詩論的差異。皎然則是將情性和

心性等同，融合於更大的禪宗心性之學，提出人之心性本來自然，

當中已有自然無造作的情感，因此詩人無須向外探求，只須通過向

內的觀照來發現這種情感，並在創作中以這種情感為核心，這便是

「真於情性」之內涵，後文中亦會展開論述。至於「作用」，本為佛

學概念，《佛光大辭典》釋為：「動作起用，略稱用」，15 由皎然引入

中國古典詩學，張伯偉認為詩學中的「作用」仍偏重於「用」。16 本

文所論之「作用」，是自然生發出的情感在形成詩歌的過程中須經

過用典、用律、用字、用意、取境等方面的精心苦思、反覆打磨，

亦如黃景進所說，皎然「作用」指放意與定句的構思及創作活動。17 

「作用」又與詩歌「意境」密切相關。「意」指詩人的情感、靈感，

皎然格外講求立意構思，也追求詩歌的言外之意，如在〈重意詩例〉

中推崇能有兩重「意」以上的作品。「境」亦來自佛教內典，《佛光

大辭典》釋為：意為「感覺作用之區域」；或為「對象」；或為「心

之活動範圍」，18 唯識學色彩較強。「境」隨著佛教進入中國，與表

示客觀空間、地域的「境」發生碰撞，進入詩歌理論範疇從而形成

「詩境」說，並受到中唐詩人的關注，蕭馳對此已有深入研究。蕭著

中將皎然「詩境」定義為詩人之思於詩歌中的展現，又強調由於受

13 詳見錢志熙：〈論唐代格式、復古兩派詩論的形成及其淵源流變〉。
14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29。
15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年），卷三，頁 2776–

2777。
16 張伯偉：《禪與詩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 25–29。
17 黃景進：《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 年），頁

175–176。
18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卷六，頁 5765。

到禪學影響，皎然詩論中的心與境不可分割，論者以為恰當。19 本文

所論之「境」，指詩人對「意」的呈現，涉及詩歌形式與書寫內容

兩方面。

然而，如何才能達到「尚於作用」的境界，皎然卻語焉不詳。

因此須結合「尚於作用」的表現，即能做到有雕琢卻不露痕跡，來

進一步討論。《詩式》中云：

精思一搜，萬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須險，

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

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冥，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

也。20 

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

氣貌，有似等閒不思而得，此高手也。21 

若斤斧跡存，不合自然，則非作者之意。22 

但見情性，不覩文字。23 

「作用」時，要大膽立意構思而後定句創作。此過程以詩人自然生

發的情感為主導，但得到「天真挺拔之句」的過程，其中奧義難以

訴諸語言，只有詩人才能知曉。此種神授般的體驗並非某種超自然

的、人力難與的現象，而是精心「作用」的結果。「自然」的詩歌是

人工之後卻無雕琢之跡，彷如不思而得，同時也應能展現出作者自

然情感，使讀者在鑑賞詩歌時能夠超越語言文字的存在，直達作者

情性。換言之，詩人的性情須藉助「作用」後的文字展現，但後者

只是工具，不能掩蓋或阻礙詩人的情感抒發，這也就是後文中將詳

細展開的皎然以「真於情性」統攝「尚於作用」。

皎然論「作用」，是因為根據他的詩歌史觀念─以《古詩

19 詳見蕭馳：《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出版，2012年）。
20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22。
21 同上注，頁 232。
22 同上注，頁 238。
23 同上注，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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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首》為界，詩歌發展經歷了一個由「無作用」到「有作用」的

過程，中唐時屬於「有作用」之年代。無作用的詩歌代表是李陵（前

74 年卒）、蘇武（前 140– 前 60）詩。皎然認為「二子天予真性，

發言自高，未有作用」，24 即李、蘇不靠用意構思而天然自成，作品

沒有格律和用典的束縛，是不涉作用的。「《十九首》辭精義炳，婉

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25 此後的詩人逐漸開始講求用事、用律等

技巧，古典詩歌在形式上的發展亦逐漸完備。中唐屬於「作用」的

年代，故《詩式》涉及聲律、用事法則等形式與風格、境界等內容

兩方面的議題，二者的呈現亦依賴於詩人「作用」的功力。所以，

皎然強調「復」、「變」平衡，即學習前人所建立的形式法則（如格

律、詩體等）與內容上的成就，包括運用何種典故抒情詠懷、如何

設計作品的整體意境等，同時又能根據今之詩人自身的情感表達需

要而有創變。由於皎然並未展開何為「復少而變多」與「復多而變

少」，須結合具體批評來分析其內涵以及造成失衡的原因。既有研

究論及皎然復變思想時，往往對「復少而變多」與「復多而變少」

中，何為「多」、何為「少」一帶而過。本文提出，上述皎然批評

之「少」均指內容上吟詠情性的不足，「多」則指格律、用典方式等

形式方面對前人的生硬模仿或套用；「復少而變多」具體表現為雕琢

精工、怠慢心性，「復多而變少」具體表現為復古太過、輕視風騷。

（一）「復少而變多」：雕琢精工、怠慢心性

詩歌發展至中唐，各方面體制逐漸完備，律詩更在沈佺期、宋

之問後逐漸成為唐詩大勢，皎然亦主張詩人要深於聲對，但他仍認

為沈、宋是「復少而變多」，律詩一派更是「拘而多忌，失於自然，

吾常所病也。」26 他評沈、宋時云：

蓋有律詩之龜鑒也。但在矢不虛發，情多、興遠、語

24 同上注，頁 228。
25 同上注。
26 皎然：《詩議》，收入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04。

麗爲爲上，不問用事格之高下。宋詩曰：「象溟看落景，燒劫

辨沈灰。」沈詩曰：「詠歌〈麟趾〉合，簫管〈鳳雛〉來。」

凡此之流，盡是詩家射鵰之手。假使曹、劉降格來作律

詩，與二子並驅，未知孰勝。27 

皎然評律詩時以「情多、興遠、語麗爲上，不問用事格之高下」，

所引之沈、宋詩極為精巧，符合這一要求，故稱之為「詩家射鵰之

手」。但他論詩更講求思想情志和境界格調。28 例如，〈詩有五格〉

的劃分標準，除用事外，也有境界格調，情感和境界均能做到高遠

飄逸的作品，多落入上等。29 而在評律詩時，皎然卻只論「情多、興

遠、語麗」，不問格調。沈、宋詩精巧，即使曹植（192–232）和劉

禎（217年卒）來作律詩，也未必勝之。但曹、劉來作律詩本是「降

格」，言外之意，是律詩雖較漢魏古詩更為精巧工整，但格調仍不

及後者，等級亦次之，最上等的沈、宋詩也僅落入〈詩有五格〉中

的第四格。正如清人翁方綱《石洲詩話》中云：「沈、宋律句勻整，

格自不高。杼山目以『射鵰手』，當指字句精巧勝人耳。」30 

律家精巧，是「變多」的體現，卻也往往被外在的形式規則束

縛而失了內容上的自然，皎然認為這是「復」有不足的緣故。他不

反對詩人遵守格律等規則，亦看重韻學，這從其參與編纂《韻海鏡

源》便可看出。但他仍認為詩人不應一味地琢磨格律而使情感陷入

滯澀。如他批評沈約（441–513）「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

盡」，而「後之才子，天機不高，爲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隨流，溺

而不返。」31 〈復古通變體〉中云：「夫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

27 同上注，頁 276。
28 例如，詩中是否展現了自然之情感、這種情感又是何種性質（如是高遠飄逸還是怨
悲等等）以及在這種情感主導之下的「作用」所呈現出的境界格調等等。可參考皎

然：〈辨體有十九字〉，收入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41–242。
29 可參考皎然著，李壯鷹校注：《詩式校注》，頁 74–93 中對《詩式》中列舉詩例分
別屬於十九字哪一字之下的整理內容。

30 翁方綱：《石洲詩話》，收入張寅彭編纂，劉奕點校：《清詩話全編．乾隆期》（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 3冊，頁 1528。

31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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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首》為界，詩歌發展經歷了一個由「無作用」到「有作用」的

過程，中唐時屬於「有作用」之年代。無作用的詩歌代表是李陵（前

74 年卒）、蘇武（前 140– 前 60）詩。皎然認為「二子天予真性，

發言自高，未有作用」，24 即李、蘇不靠用意構思而天然自成，作品

沒有格律和用典的束縛，是不涉作用的。「《十九首》辭精義炳，婉

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25 此後的詩人逐漸開始講求用事、用律等

技巧，古典詩歌在形式上的發展亦逐漸完備。中唐屬於「作用」的

年代，故《詩式》涉及聲律、用事法則等形式與風格、境界等內容

兩方面的議題，二者的呈現亦依賴於詩人「作用」的功力。所以，

皎然強調「復」、「變」平衡，即學習前人所建立的形式法則（如格

律、詩體等）與內容上的成就，包括運用何種典故抒情詠懷、如何

設計作品的整體意境等，同時又能根據今之詩人自身的情感表達需

要而有創變。由於皎然並未展開何為「復少而變多」與「復多而變

少」，須結合具體批評來分析其內涵以及造成失衡的原因。既有研

究論及皎然復變思想時，往往對「復少而變多」與「復多而變少」

中，何為「多」、何為「少」一帶而過。本文提出，上述皎然批評

之「少」均指內容上吟詠情性的不足，「多」則指格律、用典方式等

形式方面對前人的生硬模仿或套用；「復少而變多」具體表現為雕琢

精工、怠慢心性，「復多而變少」具體表現為復古太過、輕視風騷。

（一）「復少而變多」：雕琢精工、怠慢心性

詩歌發展至中唐，各方面體制逐漸完備，律詩更在沈佺期、宋

之問後逐漸成為唐詩大勢，皎然亦主張詩人要深於聲對，但他仍認

為沈、宋是「復少而變多」，律詩一派更是「拘而多忌，失於自然，

吾常所病也。」26 他評沈、宋時云：

蓋有律詩之龜鑒也。但在矢不虛發，情多、興遠、語

24 同上注，頁 228。
25 同上注。
26 皎然：《詩議》，收入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04。

麗爲爲上，不問用事格之高下。宋詩曰：「象溟看落景，燒劫

辨沈灰。」沈詩曰：「詠歌〈麟趾〉合，簫管〈鳳雛〉來。」

凡此之流，盡是詩家射鵰之手。假使曹、劉降格來作律

詩，與二子並驅，未知孰勝。27 

皎然評律詩時以「情多、興遠、語麗爲上，不問用事格之高下」，

所引之沈、宋詩極為精巧，符合這一要求，故稱之為「詩家射鵰之

手」。但他論詩更講求思想情志和境界格調。28 例如，〈詩有五格〉

的劃分標準，除用事外，也有境界格調，情感和境界均能做到高遠

飄逸的作品，多落入上等。29 而在評律詩時，皎然卻只論「情多、興

遠、語麗」，不問格調。沈、宋詩精巧，即使曹植（192–232）和劉

禎（217年卒）來作律詩，也未必勝之。但曹、劉來作律詩本是「降

格」，言外之意，是律詩雖較漢魏古詩更為精巧工整，但格調仍不

及後者，等級亦次之，最上等的沈、宋詩也僅落入〈詩有五格〉中

的第四格。正如清人翁方綱《石洲詩話》中云：「沈、宋律句勻整，

格自不高。杼山目以『射鵰手』，當指字句精巧勝人耳。」30 

律家精巧，是「變多」的體現，卻也往往被外在的形式規則束

縛而失了內容上的自然，皎然認為這是「復」有不足的緣故。他不

反對詩人遵守格律等規則，亦看重韻學，這從其參與編纂《韻海鏡

源》便可看出。但他仍認為詩人不應一味地琢磨格律而使情感陷入

滯澀。如他批評沈約（441–513）「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

盡」，而「後之才子，天機不高，爲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隨流，溺

而不返。」31 〈復古通變體〉中云：「夫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

27 同上注，頁 276。
28 例如，詩中是否展現了自然之情感、這種情感又是何種性質（如是高遠飄逸還是怨
悲等等）以及在這種情感主導之下的「作用」所呈現出的境界格調等等。可參考皎

然：〈辨體有十九字〉，收入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41–242。
29 可參考皎然著，李壯鷹校注：《詩式校注》，頁 74–93 中對《詩式》中列舉詩例分
別屬於十九字哪一字之下的整理內容。

30 翁方綱：《石洲詩話》，收入張寅彭編纂，劉奕點校：《清詩話全編．乾隆期》（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 3冊，頁 1528。

31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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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亦何咎哉！」顯然，若「變」多但不「失正」，亦無可厚非。

此處的「失正」，指失詩道之正，即以吟詠情性為主之正。皎然將

以沈、宋為代表的律詩詩人與變多、復有不足聯繫起來，正是在說

一些律詩作者缺乏並應該學習漢魏古詩中那份對吟詠心性的追求。

類似復少而變多的問題，中唐時仍有出現，所以〈復古通變體〉

中說「今代作者，不能盡舉」，再結合皎然一生主要在江南詩壇活

動，可進一步縮小範圍。事實上，當時的大曆詩壇中便有齊梁詩風

復歸的現象，主要表現為詩人對詩歌形式和技巧的關注。這是由於

安史之亂給社會和人們心理帶來的打擊，使得當時的詩歌審美趣味

與風格呈現出「由外拓到內斂，由天然到鍛鍊，由昂揚到低沈」32 

的變化，詩人們也在盛唐詩的光芒之下努力探索創新，愈發重視在

格律字句上雕琢打磨，並推動了詩歌創作的精工化走向。孟二冬指

出，皎然《詩式》中為齊梁作者正名，並倡導學習齊梁詩人求變、

精工，便可視為中唐詩歌新發展的一種理論的先導。33 大曆時期的江

南詩壇，更是先後出現兩次大規模的聯唱活動，即寶應元年（762）

至大曆五年（770）由鮑防主持的浙東聯唱，及大曆八年（773）至

十二年（777）由顏真卿、皎然主持的浙西聯唱，均呈現出對精密格

律、新奇題材、典故及聯句體的好尚，這些都是在用律、用典、詩

體等外在形式方面的「變」。34 然而，結合皎然對大曆末以前詩人「竊

佔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己有」35 的批評便可發現，大曆末以

前的詩人中出現了一種創作同質化的現象。根本原因在於，這些詩

人多停留於表面的「作用」之功，在追求精工時，反而忽視了詩人

「自然」的起興與詩歌呈現出的「自然」情感，因此難免會出現反

32 孟二冬：《中唐詩歌之開拓與新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56–
98。

33 詳見孟二冬：〈論齊梁詩風在中唐時期的復興〉，《文學遺產》1995 年第 2 期，頁
41–53。

34 吳光興：《八世紀詩風》，頁 279–289 對浙東、浙西聯唱之基本情況及二者前後相
續的特點有相關論述。王治田：〈大曆聯句酬唱的「學問化」傾向及其詩歌史意義

譾論〉，《中國詩學》第二十六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頁 65–77，
對上述聯唱中開拓的新的詩歌語彙、題材、體式和詩風亦有考察。

35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305。

覆、頻繁地使用類似意象的現象。換言之，即便有精工與求變的意

識，若不能「真於情性」，也是不可取的「變」，甚至這種「變」最

後也難免會落入同質化的窠臼，反而要去「復」前人如何吟詠情性

之「古」。只有時刻「真於情性」，「變」才會避免上述同質化現象

的出現。

（二）「復多而變少」：復古太過、輕視風騷

初、盛唐以來，復興漢魏古詩之風大盛，並認為六朝以降的

詩歌大多雕飾造作、綺麗柔弱。陳子昂曾云：「漢魏風骨，晉宋莫

傳。⋯⋯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36 他主

張復興詩歌的風雅興寄傳統，認為晉宋以來詩歌尚雕琢，無可取之

處。盛、中唐之交，元結進一步發揚了陳子昂所提倡的風雅傳統和

詩歌的社會功能，倡導復歸漢魏古詩中質樸高古的風格特點、文學

創作應能有益於政教。他曾云：「風雅不興，幾及千歲」，且「近世

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詞，不知喪於

雅正」。37 除《篋中集》中的詩人作品，他幾乎將《詩經》以後的詩

歌發展全部否定了，較陳子昂更為偏激。38 《篋中集》作於乾元三年

（760），其後的廣德、永泰年間，也就是大曆之前的三年裡，這股

文學復古思潮達到其高峰。皎然對元結及其所標舉的沈千運（713–

756）、孟云卿等詩人作品評價不高，僅將他們的作品錄入〈詩有五格〉

的最末兩等。但這群中唐時活動於北方的復古派詩人在江南地區的

影響仍較為有限，皎然或也因此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陳子昂。

陳子昂作有〈感遇〉三十八首，詩中常藉古事抨擊時弊，表達

其對社會政治的關注和理想，但皎然認為，「〈感寓〉三十首，出自

36 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并書）〉，收入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
華書局，1960年），卷八三，頁 895–896。

37 元結編：《篋中集．前記錄》，收入傅璇琮等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北京：中華
書局，2014年），頁 362。

38 梅新林：〈元結與皎然：中唐詩歌復興的南北先導〉，《浙江學刊》1995 年第 2 期，
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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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亦何咎哉！」顯然，若「變」多但不「失正」，亦無可厚非。

此處的「失正」，指失詩道之正，即以吟詠情性為主之正。皎然將

以沈、宋為代表的律詩詩人與變多、復有不足聯繫起來，正是在說

一些律詩作者缺乏並應該學習漢魏古詩中那份對吟詠心性的追求。

類似復少而變多的問題，中唐時仍有出現，所以〈復古通變體〉

中說「今代作者，不能盡舉」，再結合皎然一生主要在江南詩壇活

動，可進一步縮小範圍。事實上，當時的大曆詩壇中便有齊梁詩風

復歸的現象，主要表現為詩人對詩歌形式和技巧的關注。這是由於

安史之亂給社會和人們心理帶來的打擊，使得當時的詩歌審美趣味

與風格呈現出「由外拓到內斂，由天然到鍛鍊，由昂揚到低沈」32 

的變化，詩人們也在盛唐詩的光芒之下努力探索創新，愈發重視在

格律字句上雕琢打磨，並推動了詩歌創作的精工化走向。孟二冬指

出，皎然《詩式》中為齊梁作者正名，並倡導學習齊梁詩人求變、

精工，便可視為中唐詩歌新發展的一種理論的先導。33 大曆時期的江

南詩壇，更是先後出現兩次大規模的聯唱活動，即寶應元年（762）

至大曆五年（770）由鮑防主持的浙東聯唱，及大曆八年（773）至

十二年（777）由顏真卿、皎然主持的浙西聯唱，均呈現出對精密格

律、新奇題材、典故及聯句體的好尚，這些都是在用律、用典、詩

體等外在形式方面的「變」。34 然而，結合皎然對大曆末以前詩人「竊

佔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己有」35 的批評便可發現，大曆末以

前的詩人中出現了一種創作同質化的現象。根本原因在於，這些詩

人多停留於表面的「作用」之功，在追求精工時，反而忽視了詩人

「自然」的起興與詩歌呈現出的「自然」情感，因此難免會出現反

32 孟二冬：《中唐詩歌之開拓與新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56–
98。

33 詳見孟二冬：〈論齊梁詩風在中唐時期的復興〉，《文學遺產》1995 年第 2 期，頁
41–53。

34 吳光興：《八世紀詩風》，頁 279–289 對浙東、浙西聯唱之基本情況及二者前後相
續的特點有相關論述。王治田：〈大曆聯句酬唱的「學問化」傾向及其詩歌史意義

譾論〉，《中國詩學》第二十六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頁 65–77，
對上述聯唱中開拓的新的詩歌語彙、題材、體式和詩風亦有考察。

35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305。

覆、頻繁地使用類似意象的現象。換言之，即便有精工與求變的意

識，若不能「真於情性」，也是不可取的「變」，甚至這種「變」最

後也難免會落入同質化的窠臼，反而要去「復」前人如何吟詠情性

之「古」。只有時刻「真於情性」，「變」才會避免上述同質化現象

的出現。

（二）「復多而變少」：復古太過、輕視風騷

初、盛唐以來，復興漢魏古詩之風大盛，並認為六朝以降的

詩歌大多雕飾造作、綺麗柔弱。陳子昂曾云：「漢魏風骨，晉宋莫

傳。⋯⋯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36 他主

張復興詩歌的風雅興寄傳統，認為晉宋以來詩歌尚雕琢，無可取之

處。盛、中唐之交，元結進一步發揚了陳子昂所提倡的風雅傳統和

詩歌的社會功能，倡導復歸漢魏古詩中質樸高古的風格特點、文學

創作應能有益於政教。他曾云：「風雅不興，幾及千歲」，且「近世

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詞，不知喪於

雅正」。37 除《篋中集》中的詩人作品，他幾乎將《詩經》以後的詩

歌發展全部否定了，較陳子昂更為偏激。38 《篋中集》作於乾元三年

（760），其後的廣德、永泰年間，也就是大曆之前的三年裡，這股

文學復古思潮達到其高峰。皎然對元結及其所標舉的沈千運（713–

756）、孟云卿等詩人作品評價不高，僅將他們的作品錄入〈詩有五格〉

的最末兩等。但這群中唐時活動於北方的復古派詩人在江南地區的

影響仍較為有限，皎然或也因此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陳子昂。

陳子昂作有〈感遇〉三十八首，詩中常藉古事抨擊時弊，表達

其對社會政治的關注和理想，但皎然認為，「〈感寓〉三十首，出自

36 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并書）〉，收入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
華書局，1960年），卷八三，頁 895–896。

37 元結編：《篋中集．前記錄》，收入傅璇琮等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北京：中華
書局，2014年），頁 362。

38 梅新林：〈元結與皎然：中唐詩歌復興的南北先導〉，《浙江學刊》1995 年第 2 期，
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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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公〈詠懷〉，〈詠懷〉之作，難以爲儔」，39 又評其是「復多而變

少」。阮詩對陳詩有所啟發是不爭的事實，〈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中便有云，陳子昂「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於「〈感寓〉，亦

阮公之〈詠懷〉，已而已而，陳公之微意在斯。」40 但皎然提出，陳

子昂一味效仿阮籍（210–263），不得詩道真意，致使作品「惟復不

變，則陷於相似之格」。《詩式》中舉例：

子昂詩曰：「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

層城蔽蛾眉。」曷若阮公「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

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41 

《列子》中載，周穆王為求神仙之道，「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

遠遊。」42 《仙傳拾遺》中亦有云：「王少好神僊之道，常欲使車轍馬

跡，遍於天下，以倣黄帝焉。」43 兩首詩均意在提醒君王不可荒淫，

陳詩在立意構思等方面卻被皎然認為遠不及阮詩。顏延年（384–

456）注〈詠懷〉中云：「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嘗慮禍患，故發此詠

耳。」44 又云：「嗣宗身仕亂朝，嘗恐罹謗遇禍，因玆發詠，故每有

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世之下，難以情測。故粗

明大意，略其幽旨也。」45 因為阮籍「怯言其志」，46 刺譏的同時又有

對自身前途命運的擔憂，文意往往並不直出、幽旨內涵，如「一爲

黃雀哀，涕下誰能禁」，這正是皎然倡導的多重意作品。陳詩則缺

少這種多重意味，直接徵引周穆王之古事以規勸君主，在皎然看來

39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80。
40 趙儋：〈大唐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為故
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卷七三二，頁 7549。

41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80。
42 葉蓓卿譯注：《列子》（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72。
43 杜光庭撰，羅爭鳴輯校：《仙傳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 752。
44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 170。
45 同上注。
46 同上注，頁 165。

是生硬用事、缺乏變化，是復多變少的一種表現。

陳子昂復多變少也表現為對漢魏古詩中的意象、詞語模仿過

甚。清人葉燮曾批評：「子昂古詩，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

〈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47 今人葛曉音也曾指出子昂〈感遇〉

對阮籍〈詠懷〉中的某些意象、詞語模仿過甚，如阮籍喜用「夸毗

子」、「繁華子」、「繽紛子」，陳子昂也用「夸毗子」、「夭桃子」等，

且使用的玄言也有相似之處。48 陳子昂於詩學上固然有不少創變，如

他在古、律體調方面的變，便在文學史上影響頗深，只是皎然更關

注的是他的作品多有在形式上的復古，卻不如漢魏古詩一般在內容

上的自然。49 

皎然以阮詩為高的深層原因在於他對風騷傳統的追求，他認為

忠於風騷傳統有助於書寫詩人之自然情感。皎然創作《詩式》的首

要目的是「若君子見之，庶幾有益於詩教矣」，又曾云：「詩教殆

淪缺，庸音互相傾。忽觀風騷韻，會我夙昔情」，50 可知其思想體系

中「詩教」的實現依賴於「風騷」傳統。「風騷」，一般指以《詩

經》和《楚辭》為代表的詩歌傳統，以書寫個人情感為主，它們是

與大雅不同，卻更接近小雅「怨悱而不亂」51 一類的詩歌作品。張

九齡（678–740）曾云：「至若詩有怨剌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

微言，匪云大雅。」52 鍾嶸（約 468–518）亦曾評阮籍詩「源出於小

雅」，53 而「小雅與風、騷相類」。54 阮詩多抒發個人怨思，符合風騷

47 曾軍編著：《陳子昂詩全集：匯校匯注匯評》（武漢：崇文書局，2017 年），〈附錄
二：歷代陳子昂詩總評彙編〉，頁 192。

48 葛曉音：〈陳子昂與初唐五言詩古、律體調的界分─兼論明清詩論中的「唐無五

古」說〉，《文史哲》2011 年第 3期，頁 97–110。
49 陳子昂之詩學創變詳見葛曉音：〈陳子昂與初唐五言詩古、律體調的界分〉。
50 皎然：《杼山集》，收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 1071
冊，卷一，頁五下。

51 淮南王《離騷傳》中云：「小雅怨悱而不亂。」見王先謙撰，吴格點校：《詩三家義
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十四，頁 549。

52 張九齡：〈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二九○，頁
2946。

53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卷上，頁 165。
54 嚴粲撰，李輝點校：《詩緝》（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卷一，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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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公〈詠懷〉，〈詠懷〉之作，難以爲儔」，39 又評其是「復多而變

少」。阮詩對陳詩有所啟發是不爭的事實，〈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中便有云，陳子昂「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於「〈感寓〉，亦

阮公之〈詠懷〉，已而已而，陳公之微意在斯。」40 但皎然提出，陳

子昂一味效仿阮籍（210–263），不得詩道真意，致使作品「惟復不

變，則陷於相似之格」。《詩式》中舉例：

子昂詩曰：「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

層城蔽蛾眉。」曷若阮公「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

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41 

《列子》中載，周穆王為求神仙之道，「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

遠遊。」42 《仙傳拾遺》中亦有云：「王少好神僊之道，常欲使車轍馬

跡，遍於天下，以倣黄帝焉。」43 兩首詩均意在提醒君王不可荒淫，

陳詩在立意構思等方面卻被皎然認為遠不及阮詩。顏延年（384–

456）注〈詠懷〉中云：「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嘗慮禍患，故發此詠

耳。」44 又云：「嗣宗身仕亂朝，嘗恐罹謗遇禍，因玆發詠，故每有

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世之下，難以情測。故粗

明大意，略其幽旨也。」45 因為阮籍「怯言其志」，46 刺譏的同時又有

對自身前途命運的擔憂，文意往往並不直出、幽旨內涵，如「一爲

黃雀哀，涕下誰能禁」，這正是皎然倡導的多重意作品。陳詩則缺

少這種多重意味，直接徵引周穆王之古事以規勸君主，在皎然看來

39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80。
40 趙儋：〈大唐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為故
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卷七三二，頁 7549。

41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80。
42 葉蓓卿譯注：《列子》（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72。
43 杜光庭撰，羅爭鳴輯校：《仙傳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 752。
44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 170。
45 同上注。
46 同上注，頁 165。

是生硬用事、缺乏變化，是復多變少的一種表現。

陳子昂復多變少也表現為對漢魏古詩中的意象、詞語模仿過

甚。清人葉燮曾批評：「子昂古詩，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

〈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47 今人葛曉音也曾指出子昂〈感遇〉

對阮籍〈詠懷〉中的某些意象、詞語模仿過甚，如阮籍喜用「夸毗

子」、「繁華子」、「繽紛子」，陳子昂也用「夸毗子」、「夭桃子」等，

且使用的玄言也有相似之處。48 陳子昂於詩學上固然有不少創變，如

他在古、律體調方面的變，便在文學史上影響頗深，只是皎然更關

注的是他的作品多有在形式上的復古，卻不如漢魏古詩一般在內容

上的自然。49 

皎然以阮詩為高的深層原因在於他對風騷傳統的追求，他認為

忠於風騷傳統有助於書寫詩人之自然情感。皎然創作《詩式》的首

要目的是「若君子見之，庶幾有益於詩教矣」，又曾云：「詩教殆

淪缺，庸音互相傾。忽觀風騷韻，會我夙昔情」，50 可知其思想體系

中「詩教」的實現依賴於「風騷」傳統。「風騷」，一般指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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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曾軍編著：《陳子昂詩全集：匯校匯注匯評》（武漢：崇文書局，2017 年），〈附錄
二：歷代陳子昂詩總評彙編〉，頁 192。

48 葛曉音：〈陳子昂與初唐五言詩古、律體調的界分─兼論明清詩論中的「唐無五

古」說〉，《文史哲》2011 年第 3 期，頁 97–110。
49 陳子昂之詩學創變詳見葛曉音：〈陳子昂與初唐五言詩古、律體調的界分〉。
50 皎然：《杼山集》，收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 1071
冊，卷一，頁五下。

51 淮南王《離騷傳》中云：「小雅怨悱而不亂。」見王先謙撰，吴格點校：《詩三家義
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十四，頁 549。

52 張九齡：〈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二九○，頁
2946。

53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卷上，頁 165。
54 嚴粲撰，李輝點校：《詩緝》（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卷一，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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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因此得到皎然的認可。葛曉音指出，中唐以前的「風雅」多

為正風正雅，陳子昂所說的風雅便是此義，他更將漢魏風骨與正風

正雅聯繫起來。55 然而，盛唐雖然在理論上肯定了漢魏氣骨，卻沒有

解決在盛世如何評價騷文之怨的問題，使得當時產生了一種片面尊

尚漢魏氣骨而輕視風騷怨思之作的傾向。56 皎然「詩教殆淪缺，庸音

互相傾。忽觀風騷韻，會我夙昔情」之語，透露出復古太過、輕視

風騷的問題中唐時猶存，致使不少詩人一味追求漢魏之「古」，忽

視了吟詠自身性情。皎然試圖改變這一局面，因此呼喚風騷傳統的

復歸，主張個人經歷和情感體驗在詩歌創作中應居於首要地位。57 

因對前人詩中的意象、詞語模仿過甚而導致的復多變少也出現

在大曆江南詩人中，這亦可視為是一種「復古太過、輕視風騷」。

風月花草、青山白雲等自然景物是歷代詩人都會使用的意象，如齊

梁詩人便常吟詠風月花草，白居易（772–846）曾云：「至於梁陳間，

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58 大曆詩人中的代表人物劉長卿作詩亦

喜用白雲芳草，曾自言「白雲芳草，盡入詩興。」59 皎然卻批評大曆

詩人多吟詠風月花草的現象，認為他們沒有齊梁詩人在「變」方面

的精髓。《詩式．齊梁詩》中云：

評曰：夫五言之道，惟工惟精。論者雖降欲殺齊梁，

55 葛曉音：〈從詩騷辨體看「風雅」和「風騷」的示範意義─兼論歷代詩騷體式研

究的思路和得失〉，《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 3期，頁 108–109。
56 同上注，頁 118。
57 但他對風、騷仍有區分。他極推崇李、蘇詩，于頔〈杼山集序〉評李、蘇詩「源於
風，流於騷，故多憂傷離遠之情」（見于頔：〈杼山集原序〉，收入皎然：《杼山集》，

頁一上），指李、蘇所作的五言詩體制源自〈國風〉，抒發個人怨思的特點則受到

〈離騷〉的影響。獨孤及〈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中也提到：「五言詩之源，

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見董誥等編：《全唐

文》，卷三八八，頁 3940），皎然也是從詩體的角度出發提倡「風」、從抒發個人
情感的角度提倡「騷」，試圖以此引導當時的詩人吟詠性情而非一味追求復興漢魏

氣骨。

58 白居易：〈與元九書〉，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七五，頁 6889。
59 劉長卿：〈首夏于越亭奉餞韋卿使君公赴婺州序〉，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三四六，頁 3514。

未知其旨。若據時代，道喪幾之矣。詩人不用此論。何也？

如謝吏部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暢詩：「太

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王元長詩：「霜氣下孟津，秋風

度函谷。」亦何減於建安？若建安不用事，齊梁用事，以定

優劣，亦請論之。如王筠詩：「王生臨廣陌，潘子赴黃河。」

庾肩吾詩：「秦王觀大海，魏帝逐飄風。」沈約詩：「高樓切

思婦，西園遊上才。」格雖弱，氣猶正。遠比建安，可言體

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冉、嚴維、

張繼、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佔青山、白雲、春風、

芳草以爲爲己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於此，何得推過齊梁作

者？……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非也。如皇甫冉〈和

王相公玩雪詩〉：「連營鼓角動，忽似戰桑乾。」嚴維〈代宗

挽歌〉：「波從少海息，雲自大風開。」劉長卿〈山鸜鵒歌〉：

「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

「白馬撼金珂，紛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近滹沱河。」

張繼〈詠鏡〉：「漢月經時掩，胡塵與歲深。」朱放詩：「愛

彼雲外人，來取澗底泉。」已上諸公，方於南朝張正見、何

胥、徐摛、王筠，吾無間然矣。60 

在玄學與佛教的影響下，六朝詩人突破了兩漢以來儒家禮法對「情

性」的束縛，主張「情性」是人之真情與自然本性。61 寫景詠物時，

他們重視內在之情與外在之景和物的互動，追求物、我合一。至齊

梁時期，物、我合一得到了較為理想的呈現，正如葛曉音所言，晉

宋山水詩偏重於對自然景物進行純客觀描寫，而齊梁詩人則將之與

人的情感相結合，是一種自覺的革新，此後人與自然的和諧逐漸成

60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304–305。
61 鍾志強：〈論齊梁詠物詩的「本體」─兼論齊梁詩人的「情性」觀〉，《文藝評論》

2015 年第 6 期，頁 55–57。亦可參考蔡宗齊：〈「情」的概念何以拓展─從先秦

「情」「性」論辯到兩漢六朝文論中的情文說〉，《探索與爭鳴》2020 年第 2 期，頁
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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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歸，主張個人經歷和情感體驗在詩歌創作中應居於首要地位。57 

因對前人詩中的意象、詞語模仿過甚而導致的復多變少也出現

在大曆江南詩人中，這亦可視為是一種「復古太過、輕視風騷」。

風月花草、青山白雲等自然景物是歷代詩人都會使用的意象，如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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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多吟詠風月花草的現象，認為他們沒有齊梁詩人在「變」方面

的精髓。《詩式．齊梁詩》中云：

評曰：夫五言之道，惟工惟精。論者雖降欲殺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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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思路和得失〉，《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 3 期，頁 108–109。
56 同上注，頁 118。
57 但他對風、騷仍有區分。他極推崇李、蘇詩，于頔〈杼山集序〉評李、蘇詩「源於
風，流於騷，故多憂傷離遠之情」（見于頔：〈杼山集原序〉，收入皎然：《杼山集》，

頁一上），指李、蘇所作的五言詩體制源自〈國風〉，抒發個人怨思的特點則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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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見董誥等編：《全唐

文》，卷三八八，頁 3940），皎然也是從詩體的角度出發提倡「風」、從抒發個人
情感的角度提倡「騷」，試圖以此引導當時的詩人吟詠性情而非一味追求復興漢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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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玄學與佛教的影響下，六朝詩人突破了兩漢以來儒家禮法對「情

性」的束縛，主張「情性」是人之真情與自然本性。61 寫景詠物時，

他們重視內在之情與外在之景和物的互動，追求物、我合一。至齊

梁時期，物、我合一得到了較為理想的呈現，正如葛曉音所言，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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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感相結合，是一種自覺的革新，此後人與自然的和諧逐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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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鍾志強：〈論齊梁詠物詩的「本體」─兼論齊梁詩人的「情性」觀〉，《文藝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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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審美特徵之一。62 

結合皎然評語中的例子來看，上述特點亦十分明顯。謝朓

（464–499）「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出自〈暫使下都夜發新林

至京邑贈西府同僚〉。63 詩人奉召還京，與西府同僚作別，心中愁緒

有如江水奔流，這已不是簡單的山水詩的範疇，而是清人鍾惺所說

的「以山水作都邑詩。」64 柳惲（465–517）「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

秋」出自〈從武帝登景陽樓詩〉，由寫秋景引出「翠華承漢遠，雕

輦逐風游。」65 高樓上長楊、高樹組成的開闊景象，也暗含了帝王權

力的至高無上性，此詩也或因此為梁武帝所鍾愛。66 王融（467–493）

〈古意〉擬寫閨怨，遊子與思婦相隔千里，婦人因「霜氣下孟津，秋

風度函谷」而憂心遠方之人。67 但文學史上的閨怨詩，並不僅寫閨中

事，而是多抒發男性作者的騷怨之情，因此王融詩中實則也有著多

個層次。68 

反觀改轍之前的大曆諸公的作品，其中頻繁使用青山、白雲等

自然意象，不僅多有雷同，且都是直接描寫，所表達的情感不出蕭

瑟黯然一類，這也是大曆詩人的通病。69 《詩式》中沒有列出相關的

具體詩例，但可根據這一現象多在「大曆中」（當亦包括之前）出現

以及「大曆末年，諸公改轍」進行查找，在此以大曆詩人中成就較

高的劉長卿為例。劉氏大曆末以前的詩歌中，「白雲」、「芳草」、「春

62 葛曉音：《唐詩流變論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 216–217。
63 原詩見謝朓撰，曹融南校注：《謝朓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卷三，
頁 203。

64 同上注，頁 277。
65 原詩見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梁詩
卷八〉，頁 1677。

66 田曉菲著，何維剛、雷之波（Zeb Raft）譯：〈南朝宮廷詩歌裏的王權再現與帝國
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30卷第 1期（2020年），頁 141–182。

67 原詩見徐陵編，吴兆宜注，程琰删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北京：中華
書局，1985 年），卷四，頁 157。

68 可參考趙曉華：〈論南朝古意詩的體材類型及其詩史價值〉，《文藝理論研究》2018
年第 2期，頁 93–101。

69 關於劉長卿及其他大曆詩人意象雷同、情感局限等方面的通病，可參考蔣寅：《大
曆詩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 240–241；葛曉音：〈「意象雷同」
和「語出獨造」─從「錢、劉」看大曆五律守正和漸變的路向〉，《清華學報》第

45卷第 1期（2015 年），頁 73–100。

風」、「秋風」等意象反覆出現，且景、物與詩人的情感的結合，與

後來的作品相比仍較為表面，又似乎有著一種固定的模式，即先直

接呈現出蕭索之景、再寫主觀情感。例如，作於大曆三年（768）的

〈使還至菱陂驛渡溮水作〉先寫「孤煙飛廣澤，一鳥響空山」的孤寂

景象，再以「愁入雲峰裏，蒼蒼閉古關」表達心中愁緒。70 再如，作

於大曆五年（770）的〈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中依次寫到高樓、春

草、夕陽、野樹等，再寫何處可消愁。71 

大曆末年的劉詩，已能在寫法、詞句方面有所創新，而導致其

轉變的重要原因，當為其自身約在大曆十一年（776）由鄂岳（今湖

北省境內）被貶至睦州（今浙江省境內）的遭遇。72 如皎然頗為讚許

的〈山鸜鵒歌〉，此詩當作於大曆十年秋至十一年秋之間，劉長卿

受吴仲孺誣陷犯贓並被囚於南昌時，此次被誣也直接導致其後被貶

為睦州司馬。73 詩中寫山鸜鵒在空谷中嘲哳哀鳴，令漂泊在外的逐臣

70 劉長卿著，儲仲君箋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95，年分考據見同頁。

71 原詩同上注，頁 327，年分考據見頁 326。
72 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二，頁

318有考證，指出「長卿之爲吴仲孺誣奏及貶睦州，當在大曆十年秋至十一年秋之間」。
73 劉長卿著，儲仲君箋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頁 220 中注云，此詩「作於謫居
江西時。」惜未有進一步考證。辛文房撰，周紹良箋證：《唐才子傳箋證》（北京：

中華書局，2010 年），頁 276中有考據，指出劉長卿於大曆中因被吴仲孺誣陷犯贓
而被囚於南昌，此事也直接導致其後被貶為睦州司馬。周氏亦在同頁列出作於這一

時期的劉詩，如〈罪所上御史惟則〉、〈罪所留繫寄張十四〉等。辛文房撰，周紹

良箋證：《唐才子傳箋證》，頁 277 中對劉氏在此之前謫居或途徑江西時所作的部
分詩歌亦有考據，如〈移使鄂州，次峴陽館，懷舊居〉、〈赴江西湖上贈皇甫曾之

宣州〉、〈渡越州，赴潤州使院，留別鮑侍御〉等。結合〈山鸜鵒歌〉中內容與風

格，分別與劉氏作於被誣時及之後、以及在此之前謫居或途徑江西時所作詩歌進行

對比可發現，〈山鸜鵒歌〉與其後期詩歌具有較為相似的創作特點。例如，情感由

過去常寫的逐臣之悲擴大至一生漂泊、身不由己、天道不公等。再如，寫景時，之

前的寫法多為外界景物勾起詩人心中愁緒，如〈赴江西湖上贈皇甫曾之宣州〉：「莫

恨扁舟去，川途我更遙。東西潮渺渺，離別雨蕭蕭。流水通春谷，青山過板橋。天

涯有來客，遲爾訪漁樵。」但〈山鸜鵒歌〉中，自然景物隨著詩人化身成為山鸜鵒

進一步加深了與人的連結感，或者說，外界景物的客體化程度降低了，成為了與詩

人身世緊密結合的存在。此外，直接呈現出蕭索之景、再寫主觀情感的寫作模式似

乎也有所轉變。加之，皎然記述〈山鸜鵒歌〉是「改轍」之後的作品。就筆者目前

所見之皎然文本，暫未見其有史實錯漏，因此，筆者認為皎然所記較為可信。是

以，〈山鸜鵒歌〉應作於劉氏被誣之後囚於江西時，即大曆中以後、大曆末到任睦

州司馬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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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審美特徵之一。62 

結合皎然評語中的例子來看，上述特點亦十分明顯。謝朓

（464–499）「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出自〈暫使下都夜發新林

至京邑贈西府同僚〉。63 詩人奉召還京，與西府同僚作別，心中愁緒

有如江水奔流，這已不是簡單的山水詩的範疇，而是清人鍾惺所說

的「以山水作都邑詩。」64 柳惲（465–517）「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

秋」出自〈從武帝登景陽樓詩〉，由寫秋景引出「翠華承漢遠，雕

輦逐風游。」65 高樓上長楊、高樹組成的開闊景象，也暗含了帝王權

力的至高無上性，此詩也或因此為梁武帝所鍾愛。66 王融（467–493）

〈古意〉擬寫閨怨，遊子與思婦相隔千里，婦人因「霜氣下孟津，秋

風度函谷」而憂心遠方之人。67 但文學史上的閨怨詩，並不僅寫閨中

事，而是多抒發男性作者的騷怨之情，因此王融詩中實則也有著多

個層次。68 

反觀改轍之前的大曆諸公的作品，其中頻繁使用青山、白雲等

自然意象，不僅多有雷同，且都是直接描寫，所表達的情感不出蕭

瑟黯然一類，這也是大曆詩人的通病。69 《詩式》中沒有列出相關的

具體詩例，但可根據這一現象多在「大曆中」（當亦包括之前）出現

以及「大曆末年，諸公改轍」進行查找，在此以大曆詩人中成就較

高的劉長卿為例。劉氏大曆末以前的詩歌中，「白雲」、「芳草」、「春

62 葛曉音：《唐詩流變論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 216–217。
63 原詩見謝朓撰，曹融南校注：《謝朓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卷三，
頁 203。

64 同上注，頁 277。
65 原詩見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梁詩
卷八〉，頁 1677。

66 田曉菲著，何維剛、雷之波（Zeb Raft）譯：〈南朝宮廷詩歌裏的王權再現與帝國
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30卷第 1期（2020年），頁 141–182。

67 原詩見徐陵編，吴兆宜注，程琰删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北京：中華
書局，1985年），卷四，頁 157。

68 可參考趙曉華：〈論南朝古意詩的體材類型及其詩史價值〉，《文藝理論研究》2018
年第 2期，頁 93–101。

69 關於劉長卿及其他大曆詩人意象雷同、情感局限等方面的通病，可參考蔣寅：《大
曆詩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 240–241；葛曉音：〈「意象雷同」
和「語出獨造」─從「錢、劉」看大曆五律守正和漸變的路向〉，《清華學報》第

45卷第 1期（2015年），頁 73–100。

風」、「秋風」等意象反覆出現，且景、物與詩人的情感的結合，與

後來的作品相比仍較為表面，又似乎有著一種固定的模式，即先直

接呈現出蕭索之景、再寫主觀情感。例如，作於大曆三年（768）的

〈使還至菱陂驛渡溮水作〉先寫「孤煙飛廣澤，一鳥響空山」的孤寂

景象，再以「愁入雲峰裏，蒼蒼閉古關」表達心中愁緒。70 再如，作

於大曆五年（770）的〈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中依次寫到高樓、春

草、夕陽、野樹等，再寫何處可消愁。71 

大曆末年的劉詩，已能在寫法、詞句方面有所創新，而導致其

轉變的重要原因，當為其自身約在大曆十一年（776）由鄂岳（今湖

北省境內）被貶至睦州（今浙江省境內）的遭遇。72 如皎然頗為讚許

的〈山鸜鵒歌〉，此詩當作於大曆十年秋至十一年秋之間，劉長卿

受吴仲孺誣陷犯贓並被囚於南昌時，此次被誣也直接導致其後被貶

為睦州司馬。73 詩中寫山鸜鵒在空谷中嘲哳哀鳴，令漂泊在外的逐臣

70 劉長卿著，儲仲君箋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95，年分考據見同頁。

71 原詩同上注，頁 327，年分考據見頁 326。
72 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二，頁

318有考證，指出「長卿之爲吴仲孺誣奏及貶睦州，當在大曆十年秋至十一年秋之間」。
73 劉長卿著，儲仲君箋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頁 220 中注云，此詩「作於謫居
江西時。」惜未有進一步考證。辛文房撰，周紹良箋證：《唐才子傳箋證》（北京：

中華書局，2010 年），頁 276中有考據，指出劉長卿於大曆中因被吴仲孺誣陷犯贓
而被囚於南昌，此事也直接導致其後被貶為睦州司馬。周氏亦在同頁列出作於這一

時期的劉詩，如〈罪所上御史惟則〉、〈罪所留繫寄張十四〉等。辛文房撰，周紹

良箋證：《唐才子傳箋證》，頁 277 中對劉氏在此之前謫居或途徑江西時所作的部
分詩歌亦有考據，如〈移使鄂州，次峴陽館，懷舊居〉、〈赴江西湖上贈皇甫曾之

宣州〉、〈渡越州，赴潤州使院，留別鮑侍御〉等。結合〈山鸜鵒歌〉中內容與風

格，分別與劉氏作於被誣時及之後、以及在此之前謫居或途徑江西時所作詩歌進行

對比可發現，〈山鸜鵒歌〉與其後期詩歌具有較為相似的創作特點。例如，情感由

過去常寫的逐臣之悲擴大至一生漂泊、身不由己、天道不公等。再如，寫景時，之

前的寫法多為外界景物勾起詩人心中愁緒，如〈赴江西湖上贈皇甫曾之宣州〉：「莫

恨扁舟去，川途我更遙。東西潮渺渺，離別雨蕭蕭。流水通春谷，青山過板橋。天

涯有來客，遲爾訪漁樵。」但〈山鸜鵒歌〉中，自然景物隨著詩人化身成為山鸜鵒

進一步加深了與人的連結感，或者說，外界景物的客體化程度降低了，成為了與詩

人身世緊密結合的存在。此外，直接呈現出蕭索之景、再寫主觀情感的寫作模式似

乎也有所轉變。加之，皎然記述〈山鸜鵒歌〉是「改轍」之後的作品。就筆者目前

所見之皎然文本，暫未見其有史實錯漏，因此，筆者認為皎然所記較為可信。是

以，〈山鸜鵒歌〉應作於劉氏被誣之後囚於江西時，即大曆中以後、大曆末到任睦

州司馬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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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身命運感傷不已，詩人也感慨自己正如「青雲杳杳無力飛，白

露蒼蒼抱枝宿」的山鸜鵒一般，自然景物也隨著詩人化身成為山鸜

鵒，進一步加深了與人的連結感。此外，詩中所抒發的雖也是過去

常寫的逐臣之悲，卻藉由「山鸜鵒，一生不及雙黃鵠」，將情感擴

大至一生漂泊、身不由己。再如其在睦州任上所作〈送張司直赴嶺

南謁張尚書〉，「人經秋瘴變，鳥墜火雲多。」74 不僅不再寫白雲等

以往常用意象，甚至能以「鳥墜火雲多」來寫嶺南炎熱難耐、常人

難以忍受，與「人經秋瘴變」形成呼應，表達對友人遠行的擔憂。

「火雲」、「鳥墜」也都是以往的劉詩中極少使用的語彙。

〈齊梁詩〉一節中在劉詩後列出詩例，亦因寫法出新、景情互動

更為緊密以及情感格局能較早期大曆詩人有所擴大而得到皎然的認

可。如皇甫冉（約 717– 771）〈和王相公玩雪詩〉中寫詩人與王相

公在雪中對酒，風雪之大好似「連營鼓角動，忽似戰桑乾」，使人

彷如置身於營地、戰場一般。再如嚴維（約 784年卒）〈代宗挽歌〉，

今雖只見殘句，但亦可由「波從少海息，雲自大風開」推知原詩之

宏大氣度。張繼（約 715– 779）以「漢月經時掩，胡塵與歲深」詠

鏡，亦藉此抒發對安史之亂中時局混亂的憂嘆。

五言詩在大曆年間仍居主導地位，故皎然強調「五言之道，惟

工惟精」，又強調精工的關鍵是要有內容上的新變，這對創作所有

體制的詩歌均適用。只在雷同的意象、寫法、詞句中打轉必然會局

限詩思，皎然指出「大曆中」存在滯而無變，切中關鍵。改轍後的

大曆詩人可與張正見、徐摛（474–551）等詩人相比，這其中突出

的是「變」，是「尚於作用」的結果。齊梁詩「格雖弱，氣猶正，

遠比建安，可謂體變，不可言道喪」，「體變」是齊梁詩人以吟詠情

性為先所帶來的一系列變化，如將人的情感與自然山水進一步結合

等。齊梁詩靡弱，為詩人活動範圍、思想格局有限所致，他們對吟

詠情性的追求仍值得關注與肯定，所以齊梁詩可遠比建安，亦符合

詩道。

74 劉長卿著，儲仲君箋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頁 470 中指出「此詩疑爲睦州送
行之作。」

皎然將吟詠情性與變相關聯，認為「真於情性」必然會帶來

新變，而新變又是「尚於作用」的結果，同時也能夠展現作者的情

性，「真於情性」實際上是統領「作用」的，亦即《詩議》中的「夫

詩工創心，以情爲地，以興爲經，然後清音韻其風律，麗句增其文

彩。」75 他論詩時十分看重詩歌創作的情致、靈感要直出於作者胸

臆，而非由前人作品一類的外物催生而出。即使使用與前人相同的

意象、題目，也要根據自己的詩情表達之需要進行書寫，如此自會

在構思、具體創作手法與最終呈現出的詩歌之情格等方面與前人不

同。76 正如今人錢志熙所強調的，唐人詩學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有兩條

線索，一為以情性為核心的詩歌本體論，一為繼承與創新關係的通

變論。77 這兩條線索在皎然詩論中呈現出交叉融合的關係。反觀大曆

詩人，雖有精心「作用」，但早期作品卻令人有「詩道初喪」之感，

正因精工之下沒有內容上的新變，未到達「尚」的境界，情感亦因

多寫白雲芳草等爛熟之語而陷入滯澀，反而被「作用」限制住了。

二、以「情性」統領「作用」：禪宗心性論的啟發

皎然所關注的詩歌創作復、變失衡的現象由錯誤的「作用」方

式造成，即詩人過於關注「作用」、忽視了要以吟詠心性中自然生

發的情感為主導，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要時刻奉「真於情性」

為圭臬。

皎然如此看重心性中自然生發之情感，禪宗心性論的啟發不可

75 遍照金剛撰，盧盛江校箋：《文鏡秘府論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429。

76 例如，皎然在評南朝江淹〈擬班婕妤詠團扇詩〉時，讚賞江淹是「興生於中，無有
古事」。對比班婕妤詩和江淹擬詩可發現，兩首詩在創作手法和情感上全然不同。

前者是由團扇直接寫君王恩情亦逝，皎然評曰「貌題直書」；後者則由團扇上所畫

的秦王女弄玉與心上人蕭史一起升天成仙，抒發對班婕妤的憐惜，這層含義沒有

明寫，故皎然評之為「假象見意」，亦認為江詩非出於對班詩的空洞模仿。見張伯

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44–245。
77 錢志熙：〈情性與通變─唐人詩學的基本思想與方法〉，《長江學術》2006 年第 1
期，頁 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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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錢志熙：〈情性與通變─唐人詩學的基本思想與方法〉，《長江學術》2006 年第 1
期，頁 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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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首先，皎然對禪宗、律宗、天台宗等均有涉獵，但其修習時

間最長、對其詩學與佛學思想影響最大的是禪宗，符合義學衰落、

由教入禪的中唐佛學主流發展趨勢，因此可稱皎然為禪僧，賈晉華

對此已有論證。78 皎然詩中亦時常透露出其秉持禪宗心性論的思想，

例如，「事事將心證，知君道可成」、79 「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

他方妙」80 等，指明明心見性是禪家修行關鍵。

此外，禪宗心性論對皎然關於詩歌的定義、產生與功能的理解

有塑造之功。如他將詩歌定義為「衆妙之華實，六經之菁英。」81 「六

經之菁英」是儒家詩教觀的體現，唐代詩學仍多以儒家詩學框架為

主，皎然詩論中也有所吸收，但其中對心性的強調則植根於禪宗心

性論。「衆妙」，指佛家典籍。《禪源諸詮集都序》中段圍繞心性展

開議論時，提出人心本自知，此為佛家典籍的核心，「空寂之心靈知

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緣生不

因境起。知之一字衆妙之門。」82 「衆妙之華實」在佛學中對應的正

是心性之學。

〈詩式中序〉中記載了李洪以佛理勸說皎然繼續整理《詩式》的

故事，可進一步印証禪宗心性論應對皎然詩論創作及理論思想產生

過重要影響：

貞元初，予與二三子居東溪草堂，每相謂曰：世事喧

喧，非禪者之意。……豈若孤松片雲，禪坐相對，無言而

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深入杼峰，與松雲爲爲侶。所著

《詩式》及諸文筆，併寢而不紀。因顧筆硯笑而言曰：「我

疲爾役，爾困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況你是外物，

何累於我哉？住既無心，去亦無我，予將放爾，各還其

78 賈晉華：《皎然年譜》（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 15–19。
79 皎然：〈送重鈞上人遊天台〉，收入氏著：《杼山集》，卷四，頁十二上。
80 皎然：〈戲呈吳馮〉，同上注，卷二，頁十七上。
81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22。
82 宗密述：《禪源諸詮集都序》，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印
贈，1990 年），第 48卷，No. 2015，402c28–403a2。

性。使物自物，不關於予，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

至五年夏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公洪自河北負譴遇恩，再

移爲爲湖州長史，初與相見，未交一言，恍然神合。予素知

公精於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

答……他日言及《詩式》，予具陳以夙昔之志。公曰：「不

然。」因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歲曾見沈約

《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之論，殊不

及此。奈何學小乘褊見，以夙志爲爲辭耶？」再三顧予，敢

不唯命。83 

「心印」，《佛光大辭典》釋義為：

又作佛心印。禪宗認爲爲，依語言文字無法表現之佛陀

自內證，稱爲爲佛心。其所證悟之真理，如世間之印形決定

不變，故稱爲爲心印。不依文字即可見性（悟自己之本性），

稱爲爲傳心印。84 

禪宗認為，證悟之真理恆定不變，語言文字無法盡述，只可以心體

會，禪宗傳法亦稱「傳心印」。85 皎然向李洪問及「心印」，顯然是

在向其請教禪家證悟之真理。李洪，兩唐書無傳，生平事跡不見著

錄，但從皎然文中可知其精於禪理，於禪家心性之學亦有所得。皎

然亦有詩感嘆與李洪交談是「言如及清風，醒然開我懷」，86 甚至尊

其為「宗伯」。87 據〈中序〉，皎然認為自己多年來耽於筆墨文字這

一外物，使得長久修行卻無所得，因而想要罷黜筆墨。其背後正是

83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43–244。
84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卷二，頁 1399。
85 延壽集：《宗鏡錄》中云「是故初祖西來。創行禪道。欲傳心印。」收入《大正新
脩大藏經》，第 48卷，No. 2016，419a21–22。

86 皎然：〈五言贈李中丞一首〉， 收入氏著，《杼山集》，卷一，頁三上。
87 同上注。原詩為「伊昔避事心，乃是方袍客。頓了空王旨，仍高致君策。安知七十
年，一朝值宗伯。言如及清風，醒然開我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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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歲曾見沈約

《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之論，殊不

及此。奈何學小乘褊見，以夙志爲爲辭耶？」再三顧予，敢

不唯命。83 

「心印」，《佛光大辭典》釋義為：

又作佛心印。禪宗認爲爲，依語言文字無法表現之佛陀

自內證，稱爲爲佛心。其所證悟之真理，如世間之印形決定

不變，故稱爲爲心印。不依文字即可見性（悟自己之本性），

稱爲爲傳心印。84 

禪宗認為，證悟之真理恆定不變，語言文字無法盡述，只可以心體

會，禪宗傳法亦稱「傳心印」。85 皎然向李洪問及「心印」，顯然是

在向其請教禪家證悟之真理。李洪，兩唐書無傳，生平事跡不見著

錄，但從皎然文中可知其精於禪理，於禪家心性之學亦有所得。皎

然亦有詩感嘆與李洪交談是「言如及清風，醒然開我懷」，86 甚至尊

其為「宗伯」。87 據〈中序〉，皎然認為自己多年來耽於筆墨文字這

一外物，使得長久修行卻無所得，因而想要罷黜筆墨。其背後正是

83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43–244。
84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卷二，頁 1399。
85 延壽集：《宗鏡錄》中云「是故初祖西來。創行禪道。欲傳心印。」收入《大正新
脩大藏經》，第 48 卷，No. 2016，419a21–22。

86 皎然：〈五言贈李中丞一首〉， 收入氏著，《杼山集》，卷一，頁三上。
87 同上注。原詩為「伊昔避事心，乃是方袍客。頓了空王旨，仍高致君策。安知七十
年，一朝值宗伯。言如及清風，醒然開我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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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不依文字」之語言觀念。而李洪卻認為這是「小乘褊見」，

並鼓勵皎然完成《詩式》。言外之意，是行文字事並不一定會阻礙

大乘佛法的證悟之道。這似乎與禪家宗旨相悖，而細考中唐禪宗心

性論之發展、皎然大曆以後的禪宗修行經歷及佛學思想變化可推

知，李洪當時或試圖向皎然強調真正的證悟之法在於是否能專注心

之修習，如若能做到這一點，即使行文字事，亦無妨礙。而這一思

想，符合南禪宗洪州禪之心性論。

《詩式》代表著皎然後期的詩學思想，其中援引的主要是南禪

洪州禪心性論思想，但皎然的禪學心性觀念實際上經歷了一個由北

禪向南禪的轉變。本節想要解決的問題，便是以皎然心性觀念為核

心，勾勒出其禪學思想的變化過程，並探討他如何由禪宗心性論中

獲得啟發、又如何將之融入其詩學思想之中。而皎然禪學思想的轉

變，亦與中唐南、北禪宗分化以及南禪宗取得壓倒性優勢有密切關

聯，因此須先對這一點進行說明。

（一）中唐南、北禪宗分化與皎然禪學心性觀念轉變

禪宗自五祖弘忍（601–675）之下逐漸分化為以神秀（606–706）

為首的北禪宗和以慧能（638–713）為首的南禪宗，安史之亂前後，

禪宗由北禪向南禪過渡，禪宗心性說亦發生轉變。北禪承襲自道

信、弘忍的東山法門。其學說兼容靜坐守心和任心自運的矛盾，但

現存文獻表明這兩種不同的修行方法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結合都不完

滿，北禪更多地繼承了其「守本真心」、「息妄修心」的傳統，主張

漸悟功夫。88 在北禪修心的過程中，坐禪入定等外在輔助手段十分

必要，神秀便有一套針對坐禪時「看心」、「看淨」的學說，核心要

義之一便在於「不動」、「不起」。楊維中指出，北禪強調「真心」

是萬物本體，言及眾生之本性時卻用「自心」，可知認為二者仍有

差別，後者需要通過某種外在修行手段以達到前者；慧能南禪一派

88 楊維中：〈論禪宗心性思想的發展〉，《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2 期（2001 年），頁
141–169。

則以「心」與「性」合一的「自心」、「自性」為本體。89 從此又發

展出「見性」和「無念」，二者是一體兩面，自性清淨即為定，知

此自性即為慧，而實現這自性的途徑就是「見性」，關鍵在於人主

觀的「見」；而從反面來說，不起妄念、一切善惡莫思量即為「無

念」，這也是「見性」的一種實踐形式。90 慧能反對北禪「看心」、

「看淨」以見性的禪法，認為「看心」、「看淨」亦是妄念，曾云：

「座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

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姓（性）本淨。爲妄念故蓋覆真如。

離妄念本姓（性）淨。」91 又道出「禪定」之內涵在於「外離相，內

不亂」，即「外雜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有相內姓（性）不亂。

本自淨自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

外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禪定。」92 所謂「外離相」，亦是要擺脫

對「不動」、「不起」的「看心」、「看淨」的追求。至於如何修行，

慧能則主張「見自姓（性）自淨。自修自作。自姓（性）法身自行。

佛行自作自成佛道。」93 孫昌武指出，慧能「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

無念」、「緣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

而生。然此教門立無念為宗」等主張，體現出南禪宗的心性修習已

經脫離了要依賴外界的「境」，轉向了自悟本心。94 簡而言之，在這

一轉變中，心性從需要外界助力才能驅除蒙昧，轉向心性是外在一

切的本體。

在中唐時發展迅速，此後亦在江南地區極為強盛的南禪宗派

是直承自慧能禪、以及於大曆中在江西創立的洪州禪，該宗派進

89 詳見楊維中：〈論禪宗心性思想的發展〉。
90 孫昌武：《禪思與詩情：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 48–58。
91 法海集：《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
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8卷，No. 2007， 338c23–26。

92 同上注， 339a5–9。
93 同上注， 339a10–12。
94 孫昌武：《禪思與詩情：增訂本》，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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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不依文字」之語言觀念。而李洪卻認為這是「小乘褊見」，

並鼓勵皎然完成《詩式》。言外之意，是行文字事並不一定會阻礙

大乘佛法的證悟之道。這似乎與禪家宗旨相悖，而細考中唐禪宗心

性論之發展、皎然大曆以後的禪宗修行經歷及佛學思想變化可推

知，李洪當時或試圖向皎然強調真正的證悟之法在於是否能專注心

之修習，如若能做到這一點，即使行文字事，亦無妨礙。而這一思

想，符合南禪宗洪州禪之心性論。

《詩式》代表著皎然後期的詩學思想，其中援引的主要是南禪

洪州禪心性論思想，但皎然的禪學心性觀念實際上經歷了一個由北

禪向南禪的轉變。本節想要解決的問題，便是以皎然心性觀念為核

心，勾勒出其禪學思想的變化過程，並探討他如何由禪宗心性論中

獲得啟發、又如何將之融入其詩學思想之中。而皎然禪學思想的轉

變，亦與中唐南、北禪宗分化以及南禪宗取得壓倒性優勢有密切關

聯，因此須先對這一點進行說明。

（一）中唐南、北禪宗分化與皎然禪學心性觀念轉變

禪宗自五祖弘忍（601–675）之下逐漸分化為以神秀（606–706）

為首的北禪宗和以慧能（638–713）為首的南禪宗，安史之亂前後，

禪宗由北禪向南禪過渡，禪宗心性說亦發生轉變。北禪承襲自道

信、弘忍的東山法門。其學說兼容靜坐守心和任心自運的矛盾，但

現存文獻表明這兩種不同的修行方法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結合都不完

滿，北禪更多地繼承了其「守本真心」、「息妄修心」的傳統，主張

漸悟功夫。88 在北禪修心的過程中，坐禪入定等外在輔助手段十分

必要，神秀便有一套針對坐禪時「看心」、「看淨」的學說，核心要

義之一便在於「不動」、「不起」。楊維中指出，北禪強調「真心」

是萬物本體，言及眾生之本性時卻用「自心」，可知認為二者仍有

差別，後者需要通過某種外在修行手段以達到前者；慧能南禪一派

88 楊維中：〈論禪宗心性思想的發展〉，《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2 期（2001 年），頁
141–169。

則以「心」與「性」合一的「自心」、「自性」為本體。89 從此又發

展出「見性」和「無念」，二者是一體兩面，自性清淨即為定，知

此自性即為慧，而實現這自性的途徑就是「見性」，關鍵在於人主

觀的「見」；而從反面來說，不起妄念、一切善惡莫思量即為「無

念」，這也是「見性」的一種實踐形式。90 慧能反對北禪「看心」、

「看淨」以見性的禪法，認為「看心」、「看淨」亦是妄念，曾云：

「座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

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姓（性）本淨。爲妄念故蓋覆真如。

離妄念本姓（性）淨。」91 又道出「禪定」之內涵在於「外離相，內

不亂」，即「外雜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有相內姓（性）不亂。

本自淨自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

外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禪定。」92 所謂「外離相」，亦是要擺脫

對「不動」、「不起」的「看心」、「看淨」的追求。至於如何修行，

慧能則主張「見自姓（性）自淨。自修自作。自姓（性）法身自行。

佛行自作自成佛道。」93 孫昌武指出，慧能「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

無念」、「緣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

而生。然此教門立無念為宗」等主張，體現出南禪宗的心性修習已

經脫離了要依賴外界的「境」，轉向了自悟本心。94 簡而言之，在這

一轉變中，心性從需要外界助力才能驅除蒙昧，轉向心性是外在一

切的本體。

在中唐時發展迅速，此後亦在江南地區極為強盛的南禪宗派

是直承自慧能禪、以及於大曆中在江西創立的洪州禪，該宗派進

89 詳見楊維中：〈論禪宗心性思想的發展〉。
90 孫昌武：《禪思與詩情：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 48–58。
91 法海集：《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
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8卷，No. 2007， 338c23–26。

92 同上注， 339a5–9。
93 同上注， 339a10–12。
94 孫昌武：《禪思與詩情：增訂本》，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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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發展了慧能之心性學說。95 洪州禪有「平常心是道」的著名主

張，即「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

聖。⋯⋯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96 早期南禪宗主張

「見性」和「無念」，認為淨心和妄心之間存在差別，強調修行者須

不起妄念。洪州禪消弭了這一差別，提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本來清

淨心的外在表現，因此不需要刻意追求消除妄念。修心之法更是個

人性極強的，不存在某種固定的修行模式。正如方立天總結，以洪

州禪為代表的南禪心性論有著「縱任心性，充分地發揮主體能動意

識的作用」以及「眾生的日常行為運作都是內在佛性的全體示現，

強調養神存性，任運自然，在自然運作中實現自我超越」的特點。97 

在此基礎上，洪州禪反對一味坐禪、讀經、苦行，亦不看重持戒，

而是主張修行者應任運自如，甚至發展出打破常規的狂禪風氣。其

背後的根本理念，便是追求消除種種分別的自然平常之心。

95 與洪州禪同時盛行於南方地區的另一禪門是石頭禪，後者雖也屬於南禪宗的一支，
但在教義上受牛頭禪、天台宗的影響更大，與慧能禪有很大區別。石頭禪也認為

佛性本具，卻仍堅持要排除妄見，所以仍需要靜坐等功夫。詳見楊維中：〈論禪宗

心性思想的發展〉、印順：《中國禪宗史─從印度禪到中華禪》（南昌：江西人民

出版社，1990 年）等論著。洪州禪大致在大曆七年（772）至八年（773）之間由
馬祖道一創立於江西洪州。〈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并序〉記載馬祖道

一「大曆中，尚書路冀公之為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也就是在大曆中

馬祖道一受路嗣恭之請入洪州。（見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五○一，頁 5106。）
又按《舊唐書》：「七年⋯⋯庚子，以檢校戶部尚書路嗣恭爲洪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江西觀察使。⋯⋯八年⋯⋯乙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爲廣州刺史，充嶺南

節度使，封翼國公。」（見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十一，頁 299–303。）可知路嗣恭以檢校戶部尚書於大曆七年正月庚子出任洪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江西觀察使，並於大曆八年十月乙丑離任，道一應在大曆七至八

年間來到洪州並創立洪州禪。

96 文遠記錄，徐琳校注：《趙州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 1–2。
97 方立天：〈洪州宗心性思想評述〉，《哲學與文化》第 24 卷第 8 期（1997 年），頁

774。關於洪州禪學說流變、宗門發展歷程，可參考 Mario Poceski, Ordinary Mind 
as the Way: The Hongzhou School and the Growth of Chan Buddh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inhua Jia, The Hongzhou School of Chan Buddhism 
in Eighth–through Tenth–Century China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此外，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299–361中，將洪州禪置於中唐禪學思想大變局中考察
其「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學說變化。

皎然早年曾修北禪，中年時轉向南禪洪州一脈，其有關心性的

認識亦經歷了同樣的轉變。皎然僧師守真曾跟隨北禪宗禪師神秀的

弟子普濟學習《楞伽經》，加之安史之亂以前北禪宗確為禪林主流，

皎然亦曾修習北禪中的「看心」、禪定、研習經典等工夫，並在詩

歌中多次提及。98 例如，他在〈五言送沙彌長文遊京〉中寫道「應須

學心地，宗旨在關東。」99 這裡的「關東」指的是普濟位於嵩山的道

場。根據詩中所寫，皎然當時應正在修習北禪並以之為宗，並有繼

承其「看心」等修行工夫。在〈五言詠小瀑布〉中，他寫道，「不向

定中聞，那知我心寂」，100 即此時仍須藉助入定等外界手段以得見心

性中本有之覺知。101 在〈五言寄報德寺從上人〉中提到自己修習「看

心」工夫，並輔以研習經典，即「看心水磬後，行道雨花間。七葉

翻章句，時時啟義關。」102 

自中年起，皎然開始親近南禪，特別是由馬祖道一創立的洪州

禪。他在大曆初年（766）曾寫，「詩情緣境發，法性寄筌空。」103 

詩情源出於心性，卻需要「緣境發」，可見這一時期他受到北禪心

性之學的影響。大曆四年（769）作〈苕溪草堂〉，有句云：「原上

無情花」，下有注曰，「聖教意，草木等器世間，雖無情而理性通。

又云：欝欝黃花，無非般若。是其義。」104 指天台宗湛然及南禪宗

慧能弟子慧忠均有提出的「無情有性」說。「欝欝黃花，無非般若」

為南禪偈語，是對南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進一步闡發，亦

說明皎然在此時已漸轉向南禪。105 但詩中亦有「境淨萬象真，寄目

皆有益。⋯⋯外事非吾道，忘緣倦所歷。中宵廢耳目，形靜神不

98 守真跟隨普濟學佛事之考據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16。
99 皎然：《杼山集》，卷五，頁十二下。
100 同上注，卷六，頁六下。
101 「心寂」，即「心性本寂」，其內涵論證見楊維中：〈本淨、本寂與本覺─論中國

佛教心性論的印度淵源〉，《普門學報》第 11期（2002年），頁 23–49。
102 皎然：《杼山集》，卷二，頁九下。
103 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46。
104 皎然：《杼山集》，卷二，頁四上。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18、51 中對此詩中

之「無情有性」說及創作年分亦有分析及考證。

105 慧能著，郭朋校釋：《壇經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序言〉，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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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發展了慧能之心性學說。95 洪州禪有「平常心是道」的著名主

張，即「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

聖。⋯⋯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96 早期南禪宗主張

「見性」和「無念」，認為淨心和妄心之間存在差別，強調修行者須

不起妄念。洪州禪消弭了這一差別，提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本來清

淨心的外在表現，因此不需要刻意追求消除妄念。修心之法更是個

人性極強的，不存在某種固定的修行模式。正如方立天總結，以洪

州禪為代表的南禪心性論有著「縱任心性，充分地發揮主體能動意

識的作用」以及「眾生的日常行為運作都是內在佛性的全體示現，

強調養神存性，任運自然，在自然運作中實現自我超越」的特點。97 

在此基礎上，洪州禪反對一味坐禪、讀經、苦行，亦不看重持戒，

而是主張修行者應任運自如，甚至發展出打破常規的狂禪風氣。其

背後的根本理念，便是追求消除種種分別的自然平常之心。

95 與洪州禪同時盛行於南方地區的另一禪門是石頭禪，後者雖也屬於南禪宗的一支，
但在教義上受牛頭禪、天台宗的影響更大，與慧能禪有很大區別。石頭禪也認為

佛性本具，卻仍堅持要排除妄見，所以仍需要靜坐等功夫。詳見楊維中：〈論禪宗

心性思想的發展〉、印順：《中國禪宗史─從印度禪到中華禪》（南昌：江西人民

出版社，1990 年）等論著。洪州禪大致在大曆七年（772）至八年（773）之間由
馬祖道一創立於江西洪州。〈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并序〉記載馬祖道

一「大曆中，尚書路冀公之為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也就是在大曆中

馬祖道一受路嗣恭之請入洪州。（見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五○一，頁 5106。）
又按《舊唐書》：「七年⋯⋯庚子，以檢校戶部尚書路嗣恭爲洪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江西觀察使。⋯⋯八年⋯⋯乙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爲廣州刺史，充嶺南

節度使，封翼國公。」（見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十一，頁 299–303。）可知路嗣恭以檢校戶部尚書於大曆七年正月庚子出任洪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江西觀察使，並於大曆八年十月乙丑離任，道一應在大曆七至八

年間來到洪州並創立洪州禪。

96 文遠記錄，徐琳校注：《趙州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 1–2。
97 方立天：〈洪州宗心性思想評述〉，《哲學與文化》第 24 卷第 8 期（1997 年），頁

774。關於洪州禪學說流變、宗門發展歷程，可參考 Mario Poceski, Ordinary Mind 
as the Way: The Hongzhou School and the Growth of Chan Buddh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inhua Jia, The Hongzhou School of Chan Buddhism 
in Eighth–through Tenth–Century China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此外，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 299–361中，將洪州禪置於中唐禪學思想大變局中考察
其「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學說變化。

皎然早年曾修北禪，中年時轉向南禪洪州一脈，其有關心性的

認識亦經歷了同樣的轉變。皎然僧師守真曾跟隨北禪宗禪師神秀的

弟子普濟學習《楞伽經》，加之安史之亂以前北禪宗確為禪林主流，

皎然亦曾修習北禪中的「看心」、禪定、研習經典等工夫，並在詩

歌中多次提及。98 例如，他在〈五言送沙彌長文遊京〉中寫道「應須

學心地，宗旨在關東。」99 這裡的「關東」指的是普濟位於嵩山的道

場。根據詩中所寫，皎然當時應正在修習北禪並以之為宗，並有繼

承其「看心」等修行工夫。在〈五言詠小瀑布〉中，他寫道，「不向

定中聞，那知我心寂」，100 即此時仍須藉助入定等外界手段以得見心

性中本有之覺知。101 在〈五言寄報德寺從上人〉中提到自己修習「看

心」工夫，並輔以研習經典，即「看心水磬後，行道雨花間。七葉

翻章句，時時啟義關。」102 

自中年起，皎然開始親近南禪，特別是由馬祖道一創立的洪州

禪。他在大曆初年（766）曾寫，「詩情緣境發，法性寄筌空。」103 

詩情源出於心性，卻需要「緣境發」，可見這一時期他受到北禪心

性之學的影響。大曆四年（769）作〈苕溪草堂〉，有句云：「原上

無情花」，下有注曰，「聖教意，草木等器世間，雖無情而理性通。

又云：欝欝黃花，無非般若。是其義。」104 指天台宗湛然及南禪宗

慧能弟子慧忠均有提出的「無情有性」說。「欝欝黃花，無非般若」

為南禪偈語，是對南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進一步闡發，亦

說明皎然在此時已漸轉向南禪。105 但詩中亦有「境淨萬象真，寄目

皆有益。⋯⋯外事非吾道，忘緣倦所歷。中宵廢耳目，形靜神不

98 守真跟隨普濟學佛事之考據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16。
99 皎然：《杼山集》，卷五，頁十二下。
100 同上注，卷六，頁六下。
101 「心寂」，即「心性本寂」，其內涵論證見楊維中：〈本淨、本寂與本覺─論中國

佛教心性論的印度淵源〉，《普門學報》第 11期（2002年），頁 23–49。
102 皎然：《杼山集》，卷二，頁九下。
103 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46。
104 皎然：《杼山集》，卷二，頁四上。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18、51 中對此詩中

之「無情有性」說及創作年分亦有分析及考證。

105 慧能著，郭朋校釋：《壇經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序言〉，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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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106 可知當時皎然修行仍依賴於「境」之明淨澄澈方有萬象皆真

的體悟，且仍有「外事」與「吾道」的分別，尚未完全擺脫北禪思

想的影響。

自大曆九年（774）起，皎然詩中開始出現洪州禪思想。此時洪

州禪剛剛立宗不久，亦說明洪州禪創立之後，其包容性極強的學說

及修禪模式，很快便傳至湖州，並被皎然接受。107 他在大曆九年參

與創作的〈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中云：「那知殊出處，還得

同笑謔。雅韻雖暫歡，禪心肯拋卻」。108 與諸文士唱和，享受雅韻所

帶來的歡樂，這歡樂雖短暫，卻讓他可以拋卻禪心。禪心可拋，因

為這本就是外界賦予的概念，無修飾、無造作的自然平常之心不會

產生何為「禪心」的想法，這正與洪州禪心性論思想相合。皎然在

大曆後期至建中元年（780）之間所作的〈五言偶然五首〉中也寫道，

「隱心不隱迹，却欲住人寰。⋯⋯居喧我未錯，真意在其間」，109 自

言追求心之「隱」而非單純的隱居。於何處修佛並無甚緊要，因為

真正的覺知無處不在，日常之住行坐臥，即是修行。因此，即使居

住在喧鬧之處，也可從中感受到修禪真意。建中元年，皎然與詩僧

靈澈過從唱和，有詩「身閑始覺隳名是，心了方知苦行非」、110 「不

知何處小乘客，一夜風來聞誦經」111 等等，均顯示出受洪州禪影響

而反對苦行、讀經等外在的刻板修行模式，強調心之修行最為重

要。112 同時，他自大曆末起，也開始有洪州禪的狂禪跡象，如大曆

十四年（779）時以「得道殊秦佚，隳名似楚狂」113 安慰當時被貶官

的邢濟，114 亦有自我述志之意；大曆末至建中元年間寫其修行是「樂

106 皎然：《杼山集》，卷二，頁三下至頁四下。
107 皎然如此之快地轉向南禪的原因不得而知，但需要說明的是，皎然對北禪一直保

持著尊敬之心，也不認為南、北二宗有高低之分，也不提倡宗派之間的論爭，詳

見後文中對〈能秀二祖讚〉等皎然作品的分析。

108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七八八，頁 8881。
109 皎然：《杼山集》，卷六，頁十七上。
110 皎然：〈七言山居示靈澈上人〉，同上注，卷一，頁二十下。
111 皎然：〈七言宿法華寺簡靈澈上人〉，同上注，卷一，頁二十二上。
112 年分考據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105。
113 皎然：《杼山集》，卷二，頁八下。年分考據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96。
114 皎然與邢濟過從事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96。

禪心似蕩，吾道不相妨。獨悟歌還笑，誰言老更狂」；115 建中四年

（783）〈七言酬秦系山人戲贈〉中云：「正論禪寂忽狂歌，莫是塵心

顛倒多。白足行花曾不染，黃囊貯酒欲如何」。116 賈晉華綜合考察皎

然生平及創作情況時亦對其後期轉向洪州禪有所體認，並指出皎然

展現南禪即心是佛、反對一味坐禪讀經，以及洪州禪之「平常心是

道」等思想的詩作，大多可考知作於大曆年間及之後。117 到建中四

年時，皎然已是「石語花愁徒自詫，吾心見境盡為非。」118 可知此

時其「心」已經擺脫了「境」的束縛，外界事物均為「心」的顯化，

與大曆初年的「詩情緣境發，法性寄筌空」，已然相去甚遠。這也

意味著，至遲在建中四年，他的禪學心性思想已完全脫離北禪，轉

向了以追求消弭種種分別的自然平常之心的南禪洪州一脈。

再回到李洪勸說皎然完成《詩式》一事，以進一步確認李洪以

洪州禪心性思想勸說皎然，以及洪州禪心性思想對皎然詩學思想產

生過重要影響。皎然自中年起親近南禪，曾有「誰道佛身千萬身，

重重只向心中出」119 之語，即心生萬法，佛與佛性自在心中，不必

向外求索，這是南禪心性論的思想。但在大曆九年（774）〈奉應顏

尚書真卿觀玄真子，置酒張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中的「如何萬

象自心出，而心澹然無所營」，120 卻也道出他對於如何通過心之寂靜

無所營而達到心生萬象的疑惑，即是對南禪心性論的疑惑。他一度

懷疑是因為筆墨文字等外物導致自己「數十年間，了無所得」，這

也是在修行過程中偶有產生的正常心理。而這一心理，顯示出皎然

彼時有捨本逐末的傾向，即似乎忽視了南禪所主張的是本性自定、

自悟自心，洪州禪更是提倡要有消弭外界所賦予的種種分別的自然

平常之心，皎然罷黜筆墨的行為，反而有將證悟與否歸因於外物的

傾向。李洪以「小乘褊見」之說提示皎然，應也是看到他的這一思

115 皎然：《杼山集》，卷六，頁十六下。
116 同上注，卷二，十五下。年分考據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114。
117 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19。
118 同上注，頁 114。
119 皎然：〈水精數珠歌〉，收入氏著：《杼山集》，卷七，頁十七上。
120 同上注，卷七，頁二上。年分考據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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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106 可知當時皎然修行仍依賴於「境」之明淨澄澈方有萬象皆真

的體悟，且仍有「外事」與「吾道」的分別，尚未完全擺脫北禪思

想的影響。

自大曆九年（774）起，皎然詩中開始出現洪州禪思想。此時洪

州禪剛剛立宗不久，亦說明洪州禪創立之後，其包容性極強的學說

及修禪模式，很快便傳至湖州，並被皎然接受。107 他在大曆九年參

與創作的〈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中云：「那知殊出處，還得

同笑謔。雅韻雖暫歡，禪心肯拋卻」。108 與諸文士唱和，享受雅韻所

帶來的歡樂，這歡樂雖短暫，卻讓他可以拋卻禪心。禪心可拋，因

為這本就是外界賦予的概念，無修飾、無造作的自然平常之心不會

產生何為「禪心」的想法，這正與洪州禪心性論思想相合。皎然在

大曆後期至建中元年（780）之間所作的〈五言偶然五首〉中也寫道，

「隱心不隱迹，却欲住人寰。⋯⋯居喧我未錯，真意在其間」，109 自

言追求心之「隱」而非單純的隱居。於何處修佛並無甚緊要，因為

真正的覺知無處不在，日常之住行坐臥，即是修行。因此，即使居

住在喧鬧之處，也可從中感受到修禪真意。建中元年，皎然與詩僧

靈澈過從唱和，有詩「身閑始覺隳名是，心了方知苦行非」、110 「不

知何處小乘客，一夜風來聞誦經」111 等等，均顯示出受洪州禪影響

而反對苦行、讀經等外在的刻板修行模式，強調心之修行最為重

要。112 同時，他自大曆末起，也開始有洪州禪的狂禪跡象，如大曆

十四年（779）時以「得道殊秦佚，隳名似楚狂」113 安慰當時被貶官

的邢濟，114 亦有自我述志之意；大曆末至建中元年間寫其修行是「樂

106 皎然：《杼山集》，卷二，頁三下至頁四下。
107 皎然如此之快地轉向南禪的原因不得而知，但需要說明的是，皎然對北禪一直保

持著尊敬之心，也不認為南、北二宗有高低之分，也不提倡宗派之間的論爭，詳

見後文中對〈能秀二祖讚〉等皎然作品的分析。

108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七八八，頁 8881。
109 皎然：《杼山集》，卷六，頁十七上。
110 皎然：〈七言山居示靈澈上人〉，同上注，卷一，頁二十下。
111 皎然：〈七言宿法華寺簡靈澈上人〉，同上注，卷一，頁二十二上。
112 年分考據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105。
113 皎然：《杼山集》，卷二，頁八下。年分考據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96。
114 皎然與邢濟過從事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96。

禪心似蕩，吾道不相妨。獨悟歌還笑，誰言老更狂」；115 建中四年

（783）〈七言酬秦系山人戲贈〉中云：「正論禪寂忽狂歌，莫是塵心

顛倒多。白足行花曾不染，黃囊貯酒欲如何」。116 賈晉華綜合考察皎

然生平及創作情況時亦對其後期轉向洪州禪有所體認，並指出皎然

展現南禪即心是佛、反對一味坐禪讀經，以及洪州禪之「平常心是

道」等思想的詩作，大多可考知作於大曆年間及之後。117 到建中四

年時，皎然已是「石語花愁徒自詫，吾心見境盡為非。」118 可知此

時其「心」已經擺脫了「境」的束縛，外界事物均為「心」的顯化，

與大曆初年的「詩情緣境發，法性寄筌空」，已然相去甚遠。這也

意味著，至遲在建中四年，他的禪學心性思想已完全脫離北禪，轉

向了以追求消弭種種分別的自然平常之心的南禪洪州一脈。

再回到李洪勸說皎然完成《詩式》一事，以進一步確認李洪以

洪州禪心性思想勸說皎然，以及洪州禪心性思想對皎然詩學思想產

生過重要影響。皎然自中年起親近南禪，曾有「誰道佛身千萬身，

重重只向心中出」119 之語，即心生萬法，佛與佛性自在心中，不必

向外求索，這是南禪心性論的思想。但在大曆九年（774）〈奉應顏

尚書真卿觀玄真子，置酒張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中的「如何萬

象自心出，而心澹然無所營」，120 卻也道出他對於如何通過心之寂靜

無所營而達到心生萬象的疑惑，即是對南禪心性論的疑惑。他一度

懷疑是因為筆墨文字等外物導致自己「數十年間，了無所得」，這

也是在修行過程中偶有產生的正常心理。而這一心理，顯示出皎然

彼時有捨本逐末的傾向，即似乎忽視了南禪所主張的是本性自定、

自悟自心，洪州禪更是提倡要有消弭外界所賦予的種種分別的自然

平常之心，皎然罷黜筆墨的行為，反而有將證悟與否歸因於外物的

傾向。李洪以「小乘褊見」之說提示皎然，應也是看到他的這一思

115 皎然：《杼山集》，卷六，頁十六下。
116 同上注，卷二，十五下。年分考據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114。
117 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19。
118 同上注，頁 114。
119 皎然：〈水精數珠歌〉，收入氏著：《杼山集》，卷七，頁十七上。
120 同上注，卷七，頁二上。年分考據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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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傾向。另外，二人在貞元五年相識，隔年皎然作有〈觀李中丞洪

二美人唱歌軋箏歌〉，中有「君有佳人當禪伴」121 云云，正是洪州

禪之表現，可知李洪亦修洪州禪，其以洪州禪心性思想勸說皎然，

十分合理。加之，皎然在貞元五年即對李洪有「言如及清風，醒然

開我懷」等語，可知李洪的勸說對其有一語點醒夢中人之感，亦可

推知，皎然此後仍修行洪州禪。

（二）「情性」的優先與南禪宗心性論的影響

皎然由北禪心性論向南禪洪州宗心性論的佛學思想轉變，對其

詩學思想由《詩議》到《詩式》的變化及成熟有關鍵影響。廬盛江

對編入《文鏡秘府論》的《詩議》原典及結構，以及《吟窗雜錄》

中所收的傳本後半《詩議》之面貌已有考察，文中亦有論及不同版

本的《詩式》的基本情況及其中呈現出的異同。122 他指出，皎然在

不主張過度追求格律、提倡苦思與意境等方面的態度並未改變，但

在對用事的態度、對建安文學和齊梁詩的評價等方面，觀點並不一

致。123 在用事方面，《詩議》中提供了一些如何用事的方法，如「重

疊用事」、124 「上句用事，下句以事成」、125 「上句用事，下句以意

成」，126 廬氏認為皎然此時頗為提倡用事。而到了《詩式》中，皎然

雖也不反對用事，但更看重「情格」。在對建安文學、正始文學及

齊梁詩的評價方面，兩本詩論中也體現出皎然論詩愈發關注吟詠情

性，並將之置於「作用」之前。《詩議》中云：

121 皎然：《杼山集》，卷七，頁十二下。年分考據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136。
122 盧盛江：〈皎然文學思想的變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8 卷第 6

期（2010 年），頁 9–15。同作者另有〈皎然《詩議》考〉，見注 8。張伯偉《全
唐五代詩格彙考》中也有提到兩本詩論的不同版本的情況。

123 盧文中雖有列出皎然前後觀點不一致的問題，但並未進一步對主導其觀點轉變的
背後思想進行深入分析，僅提出是由於大曆年間的文學思想轉變導致皎然的詩學

審美觀念發生了變化，亦未觸及可能存在的佛學思想的影響，且未論及正始作者。

124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14。
125 同上注。
126 同上注。

少卿以傷別爲爲宗，文體未備，意悲詞切，若偶中音

響，《十九首》之流也。古詩以諷興爲爲宗，直而不俗，麗而

不巧，格高而詞溫，語近而意遠，情浮於語，偶象則發，

不以力制，故皆合於語，而生自然。建安三祖、七子，五

言始盛，風裁爽朗，莫之與京。然終傷用氣使才，違於天

真，雖忌松容，而露造跡。正始中，何晏、嵇、阮之儔

也，嵇興高逸，阮旨閑曠，亦難爲爲等夷。論其代，則漸浮

侈矣。晉世尤尚綺靡。古人云：「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

安。」宋初文格，與晉相沿，更顦顇矣。127 

中間諸子，時有片言隻句，縱敵於古人，而體不足

齒。或者隨流，風雅泯絕。「八病」「雙拈」，載發文蠹，

遂有古律之別。128 

況當齊、梁之後，正聲寖微，人不逮古，振頹波者，

或賢於今論矣。129 

建安、正始及齊梁作者之人力使其作品「違於天真」、不得自然，

不及李陵詩及《十九首》。顯然，皎然作《詩議》時，雖不絕對反

對用事、用律等等，亦即在《詩式》中提出的「作用」之功，但仍

認為有「作用」即是不「自然」，有將二者對立起來的跡象。換言

之，皎然此時認為「作用」即是表面的人力加工，尚未發展出《詩

式》中提出的「作用」也可以是為「真於情性」所驅動的理念。在

《詩式》中，建安、正始及齊梁作者之人力是因為受到「自然」情感

127 同上注，頁 203。
128 同上注，頁 204。引文前自頁 203 起有皎然論謝靈運及其後之作者的部分：「論

人，則康樂公秉獨善之資，振頹靡之俗。沈建昌評：『自靈均已來，一人而已。』

此後，江寧侯溫而朗，鮑參軍麗而氣多，〈雜體〉、〈從軍〉，殆凌前古。恨其縱

捨盤薄，體貌猶少。宣城公情致蕭散，詞澤義精，至於雅句殊章，往往驚絕。何

水部雖謂格柔，而多清勁，或常態未剪，有逸對可嘉，風範波瀾，去謝遠矣。柳

惲、王融、江總三子，江則理而情，王則清而麗，柳則雅而高。予知柳吳興名屈

於何，格居何上。」當中雖未一味否定柳惲、王融、江總等齊梁詩人，但總體來

看無法與謝靈運相比，遑論與《十九首》比肩。廬盛江〈皎然《詩議》考〉對本

段引文亦有分析。

129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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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傾向。另外，二人在貞元五年相識，隔年皎然作有〈觀李中丞洪

二美人唱歌軋箏歌〉，中有「君有佳人當禪伴」121 云云，正是洪州

禪之表現，可知李洪亦修洪州禪，其以洪州禪心性思想勸說皎然，

十分合理。加之，皎然在貞元五年即對李洪有「言如及清風，醒然

開我懷」等語，可知李洪的勸說對其有一語點醒夢中人之感，亦可

推知，皎然此後仍修行洪州禪。

（二）「情性」的優先與南禪宗心性論的影響

皎然由北禪心性論向南禪洪州宗心性論的佛學思想轉變，對其

詩學思想由《詩議》到《詩式》的變化及成熟有關鍵影響。廬盛江

對編入《文鏡秘府論》的《詩議》原典及結構，以及《吟窗雜錄》

中所收的傳本後半《詩議》之面貌已有考察，文中亦有論及不同版

本的《詩式》的基本情況及其中呈現出的異同。122 他指出，皎然在

不主張過度追求格律、提倡苦思與意境等方面的態度並未改變，但

在對用事的態度、對建安文學和齊梁詩的評價等方面，觀點並不一

致。123 在用事方面，《詩議》中提供了一些如何用事的方法，如「重

疊用事」、124 「上句用事，下句以事成」、125 「上句用事，下句以意

成」，126 廬氏認為皎然此時頗為提倡用事。而到了《詩式》中，皎然

雖也不反對用事，但更看重「情格」。在對建安文學、正始文學及

齊梁詩的評價方面，兩本詩論中也體現出皎然論詩愈發關注吟詠情

性，並將之置於「作用」之前。《詩議》中云：

121 皎然：《杼山集》，卷七，頁十二下。年分考據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136。
122 盧盛江：〈皎然文學思想的變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8 卷第 6

期（2010 年），頁 9–15。同作者另有〈皎然《詩議》考〉，見注 8。張伯偉《全
唐五代詩格彙考》中也有提到兩本詩論的不同版本的情況。

123 盧文中雖有列出皎然前後觀點不一致的問題，但並未進一步對主導其觀點轉變的
背後思想進行深入分析，僅提出是由於大曆年間的文學思想轉變導致皎然的詩學

審美觀念發生了變化，亦未觸及可能存在的佛學思想的影響，且未論及正始作者。

124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14。
125 同上注。
126 同上注。

少卿以傷別爲爲宗，文體未備，意悲詞切，若偶中音

響，《十九首》之流也。古詩以諷興爲爲宗，直而不俗，麗而

不巧，格高而詞溫，語近而意遠，情浮於語，偶象則發，

不以力制，故皆合於語，而生自然。建安三祖、七子，五

言始盛，風裁爽朗，莫之與京。然終傷用氣使才，違於天

真，雖忌松容，而露造跡。正始中，何晏、嵇、阮之儔

也，嵇興高逸，阮旨閑曠，亦難爲爲等夷。論其代，則漸浮

侈矣。晉世尤尚綺靡。古人云：「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

安。」宋初文格，與晉相沿，更顦顇矣。127 

中間諸子，時有片言隻句，縱敵於古人，而體不足

齒。或者隨流，風雅泯絕。「八病」「雙拈」，載發文蠹，

遂有古律之別。128 

況當齊、梁之後，正聲寖微，人不逮古，振頹波者，

或賢於今論矣。129 

建安、正始及齊梁作者之人力使其作品「違於天真」、不得自然，

不及李陵詩及《十九首》。顯然，皎然作《詩議》時，雖不絕對反

對用事、用律等等，亦即在《詩式》中提出的「作用」之功，但仍

認為有「作用」即是不「自然」，有將二者對立起來的跡象。換言

之，皎然此時認為「作用」即是表面的人力加工，尚未發展出《詩

式》中提出的「作用」也可以是為「真於情性」所驅動的理念。在

《詩式》中，建安、正始及齊梁作者之人力是因為受到「自然」情感

127 同上注，頁 203。
128 同上注，頁 204。引文前自頁 203 起有皎然論謝靈運及其後之作者的部分：「論

人，則康樂公秉獨善之資，振頹靡之俗。沈建昌評：『自靈均已來，一人而已。』

此後，江寧侯溫而朗，鮑參軍麗而氣多，〈雜體〉、〈從軍〉，殆凌前古。恨其縱

捨盤薄，體貌猶少。宣城公情致蕭散，詞澤義精，至於雅句殊章，往往驚絕。何

水部雖謂格柔，而多清勁，或常態未剪，有逸對可嘉，風範波瀾，去謝遠矣。柳

惲、王融、江總三子，江則理而情，王則清而麗，柳則雅而高。予知柳吳興名屈

於何，格居何上。」當中雖未一味否定柳惲、王融、江總等齊梁詩人，但總體來

看無法與謝靈運相比，遑論與《十九首》比肩。廬盛江〈皎然《詩議》考〉對本

段引文亦有分析。

129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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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驅動，是他們「真於情性」的表現和結果，並能充分肯定其作品

中的「變」，對上述作者的評價亦有明顯提高，如評建安詩人「與

《十九首》其流一也」、評齊梁詩「未可遠於建安」等等。

建安、正始及齊梁作者詩歌風格各異，與《十九首》亦十分不

同，但皎然作《詩式》時已能夠透過文字的種種表象，直接看到詩

人是否能夠「真於情性」。作品風格有差異，詩人「情性」卻是本

來「自然」且無分別的。這種對詩人「情性」的充分肯定與重視、

無差別地看待，以及能夠跳出「作用」與「自然」的二元對立，正

與南禪宗之人之自性本來清淨、洪州禪之縱任心性、任運自如、平

常心等主張相合。

也是在消弭了種種分別的洪州禪心性論的影響下，皎然在《詩

式》中提出，詩人心中已有自然無造作之情感，因此只須發現，不

須依賴感物而動的方式。也因為眾生心性本同，直出於其中的「自

然」之情感皆是心性的外在表現，所以並無差別，這也是皎然始終

未明確究竟何種情感才是「自然」的原因。換言之，只要是不一味

依傍外物刺激、專注於自心所產生的情感就都是「自然」的，這種

「自然」指的是情感的生發過程。至於情感本身，無論是高遠飄逸，

還是怨悲婉轉，都是不存在「自然」與否的分別的。這也解釋了為

何《十九首》、建安詩、正始詩、齊梁詩等雖然在書寫內容與風格

方面各有不同，卻都能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自然」的。

中唐時「詩教殆淪缺」，「真於情性，尚於作用」是皎然希望能

夠「庶幾有益於詩教」的文章宗旨，針對詩歌創作中忽略心性的問

題所提出的以心性引領「作用」，又是這一宗旨的核心。可以說，

他立足於洪州禪心性論強調「真於情性」，是在為中唐詩歌精工之

下所產生的忽略心性的問題，提供解決的辦法和理論。這一過程也

和洪州禪的修行方法一樣，沒有固定的模式，所以皎然詩論中沒有

關於如何修心以發現自然情感的闡發。「作用」被心性統攝，也成

為了法無定法、個人色彩極強的概念。南禪主張自悟自修，更認為

語言文字難以盡述其中奧妙。皎然論及「作用」時曾云：「雖取由

我衷，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冥，

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其中深意與南禪相似。所以，更細

節的如何才能「尚於作用」的方法，是從屬於心性的，也是沒有統

一的方式以及難以完全訴諸語言的。皎然提倡的「變」，是忠於心

性的結果，要做到這一點，只須向內關照以發現自然生發之情感即

可，這是典型的釋氏詩論，與唐代儒家詩學體系中慣常討論的方

式，如強調感物與寄託的比興之法有所不同。130 

此外，皎然詩中也偶有出現對中唐禪門忽視心性修習的批評，

此現象與詩歌創作的困境十分類似。從中亦可看出，他無論是在佛

學還是詩學中都一以貫之地強調心性為本、無須向外探求，亦逐漸

形成了一個完善的、以「心性」為核心的詩禪思想體系。根據皎然

詩，他所見的禪門內部是較為混亂的。當時的僧眾們耽於「頓、

漸」之別、累於「南、北」之分，很多都是不得禪宗修行真意的。

而皎然自早年，便認為「真見之體，知而不知。性猶無主，禪何有

支」，131 即人本來便擁有真見覺知，無所謂「知」或是「不知」，「知」

與「不知」亦不存在分別，佛家修行，更無需強行劃分派系。雖然

130 比興被唐人視為詩歌的基本創作方法，常被用來指代詩歌創作，其中，「興」是這
一概念的中心。錢志熙：〈唐人比興觀及其詩學實踐〉，《文學遺產》2015 年第 6
期，頁 56–68中對唐人「興」的詩學概念及以之為核心的「興寄」、「興象」、「興
諷」等詩學範疇均有考察。「興」作為一種創作方法，是在形式上先寫興象物，再

印出更深層次的情感等內容，皎然《詩議》也有類似論述，即「興者，立象於前，

後以人事諭之，〈關雎〉之類是也。」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19。
張万民：〈唐代比興觀辨析─以詩格為中心〉，《嶺南學報》復刊第十四輯（2021
年），頁 173–193中指出，唐人詩格文本中出現的「興」，主要涉及感物與寄託。
其中，感物角度的「興」主要著眼於興趣、靈感，尚未發展出宋代詩學中由物及

心的創作意識，反而是先有心靈感應、再依託物像呈現。其文中也以王昌齡《詩

格》為例，列出起「興」的諸多方式。但筆者以為，這與皎然強調的關照內心、

不傍任何外物的起「興」方式仍有本質區別。張文中也提到從寄託角度出發的

「興」在唐代詩格中亦會帶有政治等現實目的。皎然詩學體系中亦不涉及這一層。

當然，皎然強調心中自然生發的情感在詩歌創作中的首要地位，也不是為了反駁

儒家詩學，而是從佛教的角度提出其理想中的詩歌創作方法與批評標準。

131 皎然：《杼山集》，卷八，頁二十一下。原作為〈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讚〉，是皎然
為已圓寂的牛頭宗僧人鶴林玄素（668–752）所作。二人過從細節未見著錄，但
玄素圓寂於天寶十一年（742），皎然當時應正在外遊方，可推知或曾在遊方時與
玄素相識，或單純出於仰慕玄素能融會多家佛法所作。無論為何種情況，皎然當

時都正值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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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驅動，是他們「真於情性」的表現和結果，並能充分肯定其作品

中的「變」，對上述作者的評價亦有明顯提高，如評建安詩人「與

《十九首》其流一也」、評齊梁詩「未可遠於建安」等等。

建安、正始及齊梁作者詩歌風格各異，與《十九首》亦十分不

同，但皎然作《詩式》時已能夠透過文字的種種表象，直接看到詩

人是否能夠「真於情性」。作品風格有差異，詩人「情性」卻是本

來「自然」且無分別的。這種對詩人「情性」的充分肯定與重視、

無差別地看待，以及能夠跳出「作用」與「自然」的二元對立，正

與南禪宗之人之自性本來清淨、洪州禪之縱任心性、任運自如、平

常心等主張相合。

也是在消弭了種種分別的洪州禪心性論的影響下，皎然在《詩

式》中提出，詩人心中已有自然無造作之情感，因此只須發現，不

須依賴感物而動的方式。也因為眾生心性本同，直出於其中的「自

然」之情感皆是心性的外在表現，所以並無差別，這也是皎然始終

未明確究竟何種情感才是「自然」的原因。換言之，只要是不一味

依傍外物刺激、專注於自心所產生的情感就都是「自然」的，這種

「自然」指的是情感的生發過程。至於情感本身，無論是高遠飄逸，

還是怨悲婉轉，都是不存在「自然」與否的分別的。這也解釋了為

何《十九首》、建安詩、正始詩、齊梁詩等雖然在書寫內容與風格

方面各有不同，卻都能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自然」的。

中唐時「詩教殆淪缺」，「真於情性，尚於作用」是皎然希望能

夠「庶幾有益於詩教」的文章宗旨，針對詩歌創作中忽略心性的問

題所提出的以心性引領「作用」，又是這一宗旨的核心。可以說，

他立足於洪州禪心性論強調「真於情性」，是在為中唐詩歌精工之

下所產生的忽略心性的問題，提供解決的辦法和理論。這一過程也

和洪州禪的修行方法一樣，沒有固定的模式，所以皎然詩論中沒有

關於如何修心以發現自然情感的闡發。「作用」被心性統攝，也成

為了法無定法、個人色彩極強的概念。南禪主張自悟自修，更認為

語言文字難以盡述其中奧妙。皎然論及「作用」時曾云：「雖取由

我衷，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冥，

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其中深意與南禪相似。所以，更細

節的如何才能「尚於作用」的方法，是從屬於心性的，也是沒有統

一的方式以及難以完全訴諸語言的。皎然提倡的「變」，是忠於心

性的結果，要做到這一點，只須向內關照以發現自然生發之情感即

可，這是典型的釋氏詩論，與唐代儒家詩學體系中慣常討論的方

式，如強調感物與寄託的比興之法有所不同。130 

此外，皎然詩中也偶有出現對中唐禪門忽視心性修習的批評，

此現象與詩歌創作的困境十分類似。從中亦可看出，他無論是在佛

學還是詩學中都一以貫之地強調心性為本、無須向外探求，亦逐漸

形成了一個完善的、以「心性」為核心的詩禪思想體系。根據皎然

詩，他所見的禪門內部是較為混亂的。當時的僧眾們耽於「頓、

漸」之別、累於「南、北」之分，很多都是不得禪宗修行真意的。

而皎然自早年，便認為「真見之體，知而不知。性猶無主，禪何有

支」，131 即人本來便擁有真見覺知，無所謂「知」或是「不知」，「知」

與「不知」亦不存在分別，佛家修行，更無需強行劃分派系。雖然

130 比興被唐人視為詩歌的基本創作方法，常被用來指代詩歌創作，其中，「興」是這
一概念的中心。錢志熙：〈唐人比興觀及其詩學實踐〉，《文學遺產》2015 年第 6
期，頁 56–68中對唐人「興」的詩學概念及以之為核心的「興寄」、「興象」、「興
諷」等詩學範疇均有考察。「興」作為一種創作方法，是在形式上先寫興象物，再

印出更深層次的情感等內容，皎然《詩議》也有類似論述，即「興者，立象於前，

後以人事諭之，〈關雎〉之類是也。」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19。
張万民：〈唐代比興觀辨析─以詩格為中心〉，《嶺南學報》復刊第十四輯（2021
年），頁 173–193中指出，唐人詩格文本中出現的「興」，主要涉及感物與寄託。
其中，感物角度的「興」主要著眼於興趣、靈感，尚未發展出宋代詩學中由物及

心的創作意識，反而是先有心靈感應、再依託物像呈現。其文中也以王昌齡《詩

格》為例，列出起「興」的諸多方式。但筆者以為，這與皎然強調的關照內心、

不傍任何外物的起「興」方式仍有本質區別。張文中也提到從寄託角度出發的

「興」在唐代詩格中亦會帶有政治等現實目的。皎然詩學體系中亦不涉及這一層。

當然，皎然強調心中自然生發的情感在詩歌創作中的首要地位，也不是為了反駁

儒家詩學，而是從佛教的角度提出其理想中的詩歌創作方法與批評標準。

131 皎然：《杼山集》，卷八，頁二十一下。原作為〈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讚〉，是皎然
為已圓寂的牛頭宗僧人鶴林玄素（668–752）所作。二人過從細節未見著錄，但
玄素圓寂於天寶十一年（742），皎然當時應正在外遊方，可推知或曾在遊方時與
玄素相識，或單純出於仰慕玄素能融會多家佛法所作。無論為何種情況，皎然當

時都正值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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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以後轉向南禪，但皎然並不認為南、北二宗有高低之分，也不

提倡宗派之間的論爭，正如其在作於大曆九年的〈能秀二祖讚〉中

云：「二公之心，如月如日。四方無雲，當空而出。三乘同軌，萬法

斯一。南北分宗，工言之失。」132 在〈五言送還本上人遊江西〉中

也有「欲廣分何教」133 之語，似以此反對當時愈演愈烈的南北教派

之分。134 總體而言，他主張的是眾生已平等地擁有覺知，當捨棄分

別心，專注心之修行。然而，「嗟嗟世上禪，不共智者論」、135 「萬法

出無門，紛紛使智昬」136 的現狀，使得修行者耽於這些紛雜的「禪

音」，往往捨本逐末、向外鑽營卻忘記心之修行才是禪修的重點。正

如〈哀教〉中所寫，時人空談虛無，以為這就是修行真諦，而那些

未能接受這種虛無論還處在懵懂未明狀態的修習者，反倒被當成愚

人，即「如何工言子，終日論虛無。伊人獨㝠㝠，時人以為愚。」137 

皎然在禪學上對人之自性的關注與慧能「法無頓漸，人有利

鈍。明即漸勸，悟人頓修」138 的觀點相似，即佛法本不分頓、漸，

但要根據學人後天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的修行方式，所謂的頓、漸

之別，都是指外在的具體修行方式。需要說明的是，慧能固然提倡

「直了心性」，但並不否認修行者有根性利鈍的差異。因此，要根據

132 皎然：《杼山集》，卷八，頁二十一上。年分考證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79。
133 皎然：《杼山集》，卷五，頁十上。
134 在神秀與慧能的時代，南、北禪宗對立尚不明顯，也少見如後來一般的尖銳紛

爭。二宗的正式對立與抗爭實際上是在慧能的弟子神會（668–760）的引領下展
開的。神會北上傳法，為證南禪法脈，在 732 年的「滑台之會」中與北禪宗禪師
崇遠（約八世紀卒）進行辯論。在這場辯論中，神會正式提出「南頓北漸」的說

法，南、北禪宗的的對立局面也由此正式形成。在此之後，主張「頓悟」的南禪

得以迅速發展，同時風靡於皎然居住的江南地區。但北禪也並未由此寂滅，而是

在權貴階層的支持下繼續統治北方地區，甚至一度在中唐初期中興，與南方的南

禪形成一定的的對立抗爭局面。直至唐武宗滅佛運動（845）之後，北禪宗才完全
衰落並被南禪宗所完全取代。詳見洪修平：《中國禪學思想史》（北京：中國大百

科全書出版社，2024 年），頁 133–169。
135 皎然著：《杼山集》，卷六，頁十四下。
136 同上注，卷六，頁十二下。
137 同上注。
138 法海集：《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

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8卷，No. 2007，338b29–c1。

根性利鈍來選擇適合的修行方式，並沒有統一的外在修行模式，即

「自悟自修」。換言之，有人適合「頓悟」，有人則要經過一番「漸修」

方能達到證悟，不能一概而論。

禪門中不乏追求外在形式而忽視心性修習的諸多問題，詩壇中

也有類似的現象，如《詩式》中所批評的「復多變少」、「復少變

多」，皎然自覺地將其與「如釋氏頓教，學者有沈性之失，殊不知

性起之法，萬象皆真」聯繫起來，透露出其在詩學和禪學中對類似

忽視心性現象的關注，亦可說明其詩禪思想體系以「心性」為核心

而建立。皎然認為部分詩人是「無天機者」，應先以自然生發的詩

情為本，通過學習並內化前人的「作用」方式以達到通變。這些詩

學中的「無天機者」恰似那些無法接受「頓悟」思想的禪門僧眾，

需要通過一個「漸修」過程，才能領悟真正的詩道，而皎然作詩論，

亦可視為引導學人「漸修」的手段之一。皎然著意於作詩過程中的

「真於情性」，又強調在禪家修行中修習關注之心，二者彼此映照、

相互支撐，共同形成了一個穩定的詩禪思想體系。

三、結論

皎然的「復變平衡論」要求詩人保持學習前人與自我創變之平

衡，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是其在南禪心性論基礎上，提出的以心性

中自然生發之情感統攝詩歌創作的全過程。《詩式》中提出的「文章

宗旨」─「真於情性，尚於作用」即為這一思想的具體表現。

無論是初唐還是中唐，皎然在批評詩壇中的復、變失衡時，所

關注的都是自身情感未被詩人置於詩歌創作的首要地位，繼而導致

詩歌內容無創變的現象。在南禪洪州宗心性論的啟發下，他主張心

是萬象之體，其中已有自然無造作之情感，因此只須內觀以發現這

種情感即可，無須向外探求，只要忠於這一情感，自然便會有所創

變。皎然以情性領復變，除為解決彼時詩壇中仍未能解決的復、變

失衡問題之外，也為中唐詩學正式引入釋氏詩論，藉此提供新的理

論和前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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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以後轉向南禪，但皎然並不認為南、北二宗有高低之分，也不

提倡宗派之間的論爭，正如其在作於大曆九年的〈能秀二祖讚〉中

云：「二公之心，如月如日。四方無雲，當空而出。三乘同軌，萬法

斯一。南北分宗，工言之失。」132 在〈五言送還本上人遊江西〉中

也有「欲廣分何教」133 之語，似以此反對當時愈演愈烈的南北教派

之分。134 總體而言，他主張的是眾生已平等地擁有覺知，當捨棄分

別心，專注心之修行。然而，「嗟嗟世上禪，不共智者論」、135 「萬法

出無門，紛紛使智昬」136 的現狀，使得修行者耽於這些紛雜的「禪

音」，往往捨本逐末、向外鑽營卻忘記心之修行才是禪修的重點。正

如〈哀教〉中所寫，時人空談虛無，以為這就是修行真諦，而那些

未能接受這種虛無論還處在懵懂未明狀態的修習者，反倒被當成愚

人，即「如何工言子，終日論虛無。伊人獨㝠㝠，時人以為愚。」137 

皎然在禪學上對人之自性的關注與慧能「法無頓漸，人有利

鈍。明即漸勸，悟人頓修」138 的觀點相似，即佛法本不分頓、漸，

但要根據學人後天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的修行方式，所謂的頓、漸

之別，都是指外在的具體修行方式。需要說明的是，慧能固然提倡

「直了心性」，但並不否認修行者有根性利鈍的差異。因此，要根據

132 皎然：《杼山集》，卷八，頁二十一上。年分考證見賈晉華：《皎然年譜》，頁 79。
133 皎然：《杼山集》，卷五，頁十上。
134 在神秀與慧能的時代，南、北禪宗對立尚不明顯，也少見如後來一般的尖銳紛

爭。二宗的正式對立與抗爭實際上是在慧能的弟子神會（668–760）的引領下展
開的。神會北上傳法，為證南禪法脈，在 732 年的「滑台之會」中與北禪宗禪師
崇遠（約八世紀卒）進行辯論。在這場辯論中，神會正式提出「南頓北漸」的說

法，南、北禪宗的的對立局面也由此正式形成。在此之後，主張「頓悟」的南禪

得以迅速發展，同時風靡於皎然居住的江南地區。但北禪也並未由此寂滅，而是

在權貴階層的支持下繼續統治北方地區，甚至一度在中唐初期中興，與南方的南

禪形成一定的的對立抗爭局面。直至唐武宗滅佛運動（845）之後，北禪宗才完全
衰落並被南禪宗所完全取代。詳見洪修平：《中國禪學思想史》（北京：中國大百

科全書出版社，2024 年），頁 133–169。
135 皎然著：《杼山集》，卷六，頁十四下。
136 同上注，卷六，頁十二下。
137 同上注。
138 法海集：《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

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8卷，No. 2007，338b29–c1。

根性利鈍來選擇適合的修行方式，並沒有統一的外在修行模式，即

「自悟自修」。換言之，有人適合「頓悟」，有人則要經過一番「漸修」

方能達到證悟，不能一概而論。

禪門中不乏追求外在形式而忽視心性修習的諸多問題，詩壇中

也有類似的現象，如《詩式》中所批評的「復多變少」、「復少變

多」，皎然自覺地將其與「如釋氏頓教，學者有沈性之失，殊不知

性起之法，萬象皆真」聯繫起來，透露出其在詩學和禪學中對類似

忽視心性現象的關注，亦可說明其詩禪思想體系以「心性」為核心

而建立。皎然認為部分詩人是「無天機者」，應先以自然生發的詩

情為本，通過學習並內化前人的「作用」方式以達到通變。這些詩

學中的「無天機者」恰似那些無法接受「頓悟」思想的禪門僧眾，

需要通過一個「漸修」過程，才能領悟真正的詩道，而皎然作詩論，

亦可視為引導學人「漸修」的手段之一。皎然著意於作詩過程中的

「真於情性」，又強調在禪家修行中修習關注之心，二者彼此映照、

相互支撐，共同形成了一個穩定的詩禪思想體系。

三、結論

皎然的「復變平衡論」要求詩人保持學習前人與自我創變之平

衡，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是其在南禪心性論基礎上，提出的以心性

中自然生發之情感統攝詩歌創作的全過程。《詩式》中提出的「文章

宗旨」─「真於情性，尚於作用」即為這一思想的具體表現。

無論是初唐還是中唐，皎然在批評詩壇中的復、變失衡時，所

關注的都是自身情感未被詩人置於詩歌創作的首要地位，繼而導致

詩歌內容無創變的現象。在南禪洪州宗心性論的啟發下，他主張心

是萬象之體，其中已有自然無造作之情感，因此只須內觀以發現這

種情感即可，無須向外探求，只要忠於這一情感，自然便會有所創

變。皎然以情性領復變，除為解決彼時詩壇中仍未能解決的復、變

失衡問題之外，也為中唐詩學正式引入釋氏詩論，藉此提供新的理

論和前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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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xing 情性 as the Principle: An Analysis of 
Jiaoran’s (730–799) Poetic Theory of “Balancing 
Revival and Innovation” 復變平衡論

MA Yishu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vival” (fu 復, learning from the past) and “innovation” (bian 變) are two 
pivotal n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erving as key entry points 
for understanding Tang poetic theory. In his Remarks of Poetry 詩式, mid-Tang 
poet-monk Jiaoran 皎然 (730–799) proposed a theory of balancing revival 
and innovation, criticizing Chen Zi’ang 陳子昂 (659–700), Shen Quanqi 沈
佺期 (656–714), Song Zhiwen 宋之問 (656–712), and Dali 大曆 poets of 
Jiangnan as examples of imbalance. He argued that poetic composition should 
begin with the expression of the poets’ emotions rising from one’s qingxing 
(human nature), which he regarded as the means to achieve balance between 
revival and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Jiaoran, uncontrived emotions already 
exist naturally within qingxing and can be discovered through introspecti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his view lies in the Hongzhou school 洪州宗 
of Chan Buddhism, particularly its discourse on mind and nature (xinxing lun 
心性論). By integrating this Buddhist insight, Jiaoran aimed to address the 
contemporary problem of overly pursuing the external form of poetry while 
neglecting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 emotions in poetic creation. He also first 
formally introduced Buddhist philosophy into the realm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ic theories, playing a transforma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d-
Tang poetics.

Keywords: 	Jiaoran, revival and innovation, Chan Buddhism, mid-Tang poetry, 
Remarks of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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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續開闔 
—古典詩論中的杜詩句法與篇法 *

張德懿
南京大學文學院

在宋代以降的詩論、詩話中，「斷續」與「開闔」是杜詩句法

論、篇法論的關鍵概念。詩句節奏與語義的斷裂、接續，將尋常語

言點化為詩語。長篇詩作內部敘事、議論的交替，話題的轉變、遙

接與照應，使詩歌時斷時續、頓挫起伏，有史書筆法之妙。「開闔」

一詞來源於文論，開處展開鋪敘，闔處以警句收結，使杜詩長篇張

弛變化，是詩行推進的內在驅動力量。關鍵之處的句法或成為全詩

篇法，尤其是「起承轉合」之處：起句突兀，為下文創造言說空間；

結處或收束有力，或宕開一筆；律詩聯與聯之間的「承應」與古詩

中時隱時現的脈絡使篇章具有整體性；轉折之處則使話題變化，連

接詩句內部與篇章整體結構。

關鍵詞：	斷續　開闔　杜詩　句法　篇法

* 承蒙兩位匿名審稿專家對本文的細緻審讀與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本文修改期間，
承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系何予明副教授之指導，特此致謝。文責自

負。


